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总第 32期 Total : Volume 32

2016年辑第 4期 Volume IV 201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友情赠阅

(Gift Journal forAcademic Exchang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of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广州·2016 年 11 月

November 2016 Guangzhou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目录与内容提要

1.一个国家，两种模式：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及决定因素的考察…….李楠 李亚婧 1

One country, two mode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Rural Women 's Family in
modern China……………………………………………………………………….……....…LiNan LiYajing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20世纪 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

家庭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原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里，女性劳动力对小

农家庭财富积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 1%，农户家庭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

0.3%；而且在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女性劳动力仅对南方小农家庭财富积累起到重要

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 1%，农户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 0.2%。在考察这种地区差异形成的背

后原因时发现，由南北方地理禀赋条件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产生这种差异的重要根源。本

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对家庭财富经济贡献、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与此同时也丰富了

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等相关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mily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women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al situation in Japan in the
1930s. The study found that female labor for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mall
farmer's family wealt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he farmer's family owned land property
increased by 0.3% for each 1% increase in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female labor force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of the small peasant family in South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s 0.2%.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regional differ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caused by the conditions of geographical
endowment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re the important roots of this difference.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root causes of family wealt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but also enrich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omen 's social status.
2.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我国 1907-2013年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管汉晖 伏霖 李一苇 21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Stock in 1907-2013
of China…………………………………………………………………….……GuanHanhui FuLin LiYiwei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Barro 首创，并由 Godo发展的平均教育年数方法测算我国 1907-2013年人力资

本存量及其结构，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优势如下：（1），已有的研究大都从 20世纪 50年代开

始，本文从 20世纪初开始，更有利于辨别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2），本文提供了分性

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更完备的信息。（3），基于对原始数据库更细致的梳理，本文的研究更加全面。

研究发现，1907至 2013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停滞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

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着促进作用，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重视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而初等教育在

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传统教育排斥女性的局面得到逆转，女性得到更

多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但现代教育并不是近百年来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唯一、最核心的作用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社会稳定状况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和速度同样有重要影响，且经济增

长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同步性。

Abstract: Based on Barro's pioneering method and the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developed by Godo,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its structure from 1907 to 2013.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advantage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m start from the 1950s, this articl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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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re conducive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 This paper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3) Based on a more detailed combing of the original database, this study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1907 to 2013, China'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experienced a slow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then rapid growth process, education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a catalytic role in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emphasis on basic education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hina. The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exclusion of women has been reversed,
women get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However, modern education is not
the onl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rend and speed,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esent synchronization.
3.大胆引入与慎重使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计量方法………………………………李金铮 39
Bold Introduction and Careful Us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LiJinzheng

内容提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对计量史学方法的的引入、利用和出

现的一些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能够计量的尽量计量，

但计量研究不可流于数字游戏。就已有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成果来看，大多量化研究仍是比较初级

的。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utilization and emerging problems of the methods of
metrological historiography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asic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is able to measure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the measurement study can
not flow in the number of games. It has been the outcome of modern Chinese socio-economic history,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elementary.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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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两种模式：近代中国

乡村社会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及决定因素的考察
*

李 楠 李亚婧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20 世纪 30年代日本满铁农村实态贯行调查数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

家庭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原因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里，女性劳动力对小

农家庭财富积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 1%，农户家庭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

0.3%；而且在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女性劳动力仅对南方小农家庭财富积累起到重要

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 1%，农户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 0.2%。在考察这种地区差异形成的背

后原因时发现，由南北方地理禀赋条件所导致的农户经济结构差异是产生这种差异的重要根源。本

文不仅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对家庭财富经济贡献、地区差异及其根源，与此同时也丰富了

当前女性社会地位等相关研究。

关键字：女性经济贡献 乡村社会 地理禀赋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特别是近期有关女性社会地位

地区差异及其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不断涌现，如Qian (2008)、Alesina et al. (2013)、Cha and Weeden
(2014)、Hansen et al. (2015)等，使得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加激烈

①
。然而，就中国而言，一直缺乏对中

国传统社会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系统化考察。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经历了漫长的父

系社会影响的国家，
②
在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中，诸如“女性社会经济贡献如何？是否存在地域差异？

影响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又有哪些？”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在现存有限相关研究中，一方面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劳动，

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很少，因此女性的经济贡献十分有限（如Buck，1937；Mann，1992，1997；
Bell，1992，1999；Bray，1997等）。其中，Buck（1937）运用大量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在中国

传统小农家庭经济中，女性的经济贡献很少。通过投入农业和副业活动的劳动数量作为女性经济贡

献的测量，女性劳动投入仅占农业劳动总投入的20%，而且主要是在农忙时期的非报酬劳动。此外，

Buck也观察到不同地区之间女性农作劳动参与程度存在地区差异的现象，认为主要是种植农作物类

型、农作物密度、以及商业化程度所导致的结果。类似地，Bell（1992）利用192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

高度商业化的无锡县家庭数据，发现女性通过在家饲养蚕补充家庭收入，而且按照每天收入计算，

女性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男性。然而，另一方面也有诸如“妇女能顶半边天”、“男耕女织”等社会分工

肯定女性家庭贡献与社会地位的认识，如Bossen (1994, 2002)、Benjamin and Brandt (1995)、李伯重

（1996）、Kung and Lee (2010)等。其中，Bossen（1994）利用1938年费孝通（1945）在云南的乡村

*本文感谢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文化差异、文化扩散与经济发展：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及实证研究”（项目

编号：14PJC042）、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编号：CXJJ-2014-377）的支持。
①

其中 Clark (2000)、Foster and Rosenzweig (2001)、Duflo (2003)、Rholf et al. (2005)以及 Qian (2008)重点考察了

亚洲社会中女性比重较低即“消失的女孩”的问题。特别是 Nancy Qian (2008)利用中国数据将女性的经济贡献与这种性

别比例失衡问题联系起来，发现经济贡献对性别的决定因素。而 Cha and Weeden (2014)等主要对当前劳动就业中性别

工资差异不平等进行考察，发现男性与女性之间依然存在较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近期Alesina et al. (2013)与Hansen et al.
(2015)等又将研究转向了造成当前各国女性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历史根源的考察。他们研究发现，历史上是否用犁耕作

以及农业社会历史悠久程度是决定当前女性社会地位以及父系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
②
中国早在新石器晚期完成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当前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

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距今已有 6000余年历史（苏秉琦，1999）。

http://baike.baidu.com/view/97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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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发现，女性在田地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认为卜凯的调查低估了在水稻种植区女性对家庭

的经济贡献。类似地，Brandt（1995）利用1930年代伪满洲国农业实态调查数据，发现女性的经济贡

献与男性相差不大，女性在家庭扮演着比过去传统观念中更为重要的角色。而李伯重（1996）则在

比较明清时期江南农户男女劳动生产率时发现，女性在纺织业的劳动不仅可以养活家人而且还能支

持子孙读书求学，甚至可以发家致富。因此江南地区女性在农村家庭经济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在最近Kung and Lee（2010）利用民国时期无锡县农户调查研究也发现，1949年前中国女性的经济

贡献与男性相比没有很大差异，在桑蚕业内部存在劳动性别分工现象，男性负责种植桑树，女性负

责养蚕。同时，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通过移民寻找更好报酬的工作，取得同样的收入。尽管这些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中国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做出了分析和解释，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关于

近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的家庭经济贡献的认识依然不清，并且存在争论。

而导致这一问题不能深入考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虽然不少学者，如Benjamin and
Brandt（1995）和Kung and Lee（2010）分别利用东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微观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

传统社会女性经济贡献进行规范的系统化实证研究，但以上研究缺乏宏观视角，仅限于局部区域的

考察，进而忽视了地区间的异质性。二是尽管也有学者，如Buck（1937）等提供了全国范围的乡村

社会女性参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的信息，但这些研究仅限于基本的统计描述，缺少系统化的分析。

因此，本文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我国华北和华东地区进行的

农村实态贯行调查资料，运用系统化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考察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家庭的经济贡献

及其地域差异，并提出“地理禀赋假说”，试图从家庭经济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女性经济贡献存在

的地区差异根源给予解释。

本文的主要研究表明：首先，在近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女性劳动力对小农家庭财富积累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用以衡量农户财富水平的农户家庭拥有土地财产数量

增加0.3%。然而这一影响在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女性劳动力仅对南方小农家庭财富

积累起到重要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0.2%，而在北方地区此

影响较弱。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地区间地理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对女性经济贡献的发挥产生巨

大影响。由于南方气候、土壤和地势等地理自然条件，发展起来的桑蚕、纺织以及茶业等行业多适

合女性劳动参与，进而女性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财富。而北方地区的气候地理自然环境多适

于粮食谷物种植业发展，女性难以参与其中，从而经济贡献十分有限。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本文丰富了现有关于中国女性经济贡献研究的文

献（如Bossen,1994,2002; Mann,1992,1997；Bell, 1992,1999等），为关于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女性经济贡

献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系统化的整体性考察，从而弥补了现有研究在样本地域选择以及研究方法上的

不足。二是本文揭示了我国地区间女性经济地位差异的历史起源，进一步为女性经济地位差异的地

理自然禀赋起源这一解释提供了实证证据（Fernandez, 2007; Fernandez and Fogli, 2009）。最后，本文

进一步加深了对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以往学者如黄宗智（1985，1990）、李伯重

（1996）等的研究。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在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经济和女性家庭经济地位进行

背景性介绍，为本文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依据；在第三部分，根据小农经济特

征以及女性家庭劳动特点构建小农经济家庭劳动力要素投入模型，并提出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

财富内在决定机制的假说；在第四部分，将对本研究的实证策略以及数据来源进行介绍；在第五部

分给出相关实证结果；在第六部分，将讨论女性经济地位地区间差异的内在机制问题；最后，是本

研究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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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小农经济及女性经济地位

（一）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形成与确立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生产模式是小农经济。它是以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

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具有生产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农副结合

等特征（傅筑夫，1981；姜守鹏，1992；李根蟠，1998）。小农经济模式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约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
①
，由于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其起源可以追

溯到个体家庭的形成。

在新石器时期农业产生之初，农业生产主要采用集体耕作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归集体共有，

实行平均分配和消费。但在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开始萌芽，比如中原地

区仰韶文化发现小型的住房遗产，有生活、生产工具和粮食等（李根蟠，1998）。截至夏、商、西周

时代，以“众”、“小人”、“耦耕”等属于小农经济基本形态的劳动协作方式已经普遍存在（李根蟠，1998）。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使一家一户个体劳动生

产活动成为可能，集体耕作生产方式迅速瓦解，小农家庭的劳动生产组织应运而生。

小农经济的确立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联系。春秋时期，齐桓公推行管仲提出的

“相地而衰征”、鲁国实行“初税亩”，大量私田出现，土地占有制度发生改变，土地逐步从国有向私有

转变，逐渐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进一步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战国初期，李悝描绘的魏国“一
夫挟五口，治田百亩”②实际具有典型的小农经济特征，而到了孟子时候，他所说的“五亩之宅，百亩

之田”、“八口之家”③的小农经济已经普遍存在（贺昌群，1959；林甘泉，1963）。
此外，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则与商鞅变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商鞅变法时期，为了增强

秦国国力，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采取了鼓励农户分家的措施，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

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④。通过这些强制措施，将成熟的个体小家庭从父子兄弟大

家庭中分离出来，进一步导致小农经济个体规模的扩大。此外，汉武帝颁发推恩令，规定“诸侯或欲

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 ⑤
，以及《唐律疏议》中明确规定“同居应分不均平

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度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而诸子均分财产继承制的确立，进一步导致土地零星分散严重，强化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农业劳动

生产的小农经济形态（傅筑夫，1980；李楠、甄茂生，2015）。

（二）小农经济“男耕女织”模式的形成与地区差异

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经营方式日趋分散，加上封建社会赋税和地租剥削严重，个体农

户单纯依靠土地难以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因此不得不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实行以粮食生产

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即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即耕织相结合的经济生产结构，以增加农民家庭收入（傅

筑夫，1981；彭泽益，1987；江太新，2005）。这种小农经济生产结构本身蕴含着家庭内部劳动分工

模式。在传统农业中，由于耕作中犁的使用，需要较多体力投入，男性相比于女性在体力方面更有

优势（Boserup,1970），家庭男性主要从事田地耕作，而女性则从事以桑蚕业、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

手工业。因此，以小农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不仅成为我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最

典型的劳动分工模式，也成为我国人多地少背景下最有效的方式（吴承明，1981；徐新吾，1986；
李伯重，2003）。

①
关于小农经济的起源，学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农具的推广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

经营成为可能，小农经济由此形成（杨希珍，1982）。另一种观点认为，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

会末期已经出现（钟振，1982；彭年，1982；李根蟠，1983）。但总体而言，自春秋战国以来，小农经济已成为我国

社会经济的普遍模式。
②
《汉书·食货志》卷二十四。

③
《孟子·梁惠王上》卷一。

④
《史记·商君列传》卷六十八。

⑤
《史记·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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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生产模式初步确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小农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的经

济贡献，但这种贡献并非固定不变，或者没有时间与空间差异。正如吴承明（1981）指出，“男耕女

织”是农民家庭内的自然分工，但这一分工并非在所有时期和所有地方都存在，而且这一分工所代表

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农经济是乡村社会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

外部环境的变化，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例地位也发生变化。过去以“耕”为主，农业是经济的主要部

门，“织”只是家庭的内职之事，补充农户生计的一种手段，“以织助耕”、“以桑佐穑”，纺织业作为副

业仅居于次要的产业，因此，男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是家庭财富的主要承担者，女性在家庭经济中

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彭泽益，1987）。近代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国际市场对棉布、丝绸

的需求不断扩大，小农经济生产商品化，江南地区棉花、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出现“桑蚕压倒稻作”、“棉作压倒稻作”的势头。上海周围农村，“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一”，
江苏南通一带，“一望皆种棉花，并无杂树” ①

，江南地区形成全国的棉纺中心和丝绸中心。桑蚕、棉

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益逐渐高于田地农作，蚕丝、棉纺织业等家庭手工业在家庭经济财富

中的比重超过农业，开始由副业向主业转变，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史建云，1987）。而这导致

江南地区桑蚕业、棉纺织业等适合女性的劳动工作机会增加，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为家庭提供更

多的经济贡献，进而提高了女性在家庭的经济地位（Huang,1985,1990; Johnson et al.,1987; Mann,
1992）。例如，江苏松江的女子“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

女红有力焉” ②
，“低下之区，遍栽稻麦；高埠之外，广植木棉。男子尽力于耕耘，女子服动于纺织。……

诚能于各家隙地多植桑株，秋冬之际以纺纱为生，春夏之交以养蚕为业，外无游手之农，内无闲坐

之女。” ③
在江南地区，乡村妇女通过从事桑蚕业、蚕丝棉纺织为主的家庭手工业，为家庭创造更多

的财富，因而在家庭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家庭的“半边天”（王仲，1995；李伯重，2003）。
此外，从地理空间来看，近代我国北方小农经济则依然以耕地农业生产为主，尽管在近代商业

化冲击下，改种一些经济作物，如棉花等，但生产方式依然以耕地农业生产为主。小农经济结构之

所以在南北地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是与南北地区气候、地势、土壤、河流等地理自然禀赋条

件有关。北方华北平原地区，属于暖温带湿润或半湿润气候，冬季干燥寒冷，夏秋高温多雨，春季

干旱少雨，全区0℃以上积温为4500-5500℃，10℃以上活动积温为3800-4900℃，无霜期为200-220天，

可保证基本农作物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的需要；年降水量由淮河流域的800-1000毫米，减少为黄河下

游的600-700毫米，再降至京津一带的500-600毫米，降水不均衡，夏季降水可占全年的50%－75%，

年相对变率达20%－30%；海拔高度大多在100米以下，主要是冲积扇平原地貌，土壤主要有黄土、

黄潮土，这类土壤肥力较高，土层深厚（吴松弟，2015）；华北平原的河道流水量仅为长江流域的1/6
至1/8，河道系统不足以用于灌溉，灌溉以个别农户的小型水井为主（孙敬之，1957）。因此，华北平

原地区发展以旱作农业为主，种植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小米、玉米、甘薯、大豆、高粱以及棉花等

（韩茂莉，2012）。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北方女性由于其体力条件限制几乎不参加高粱和谷子的农作，

主要负责收割大麦、采摘棉花以及手工纺织等农活（Huang, 1990）。而在江南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

气候，降水丰富，日照充足，年降雨量在1100-1600毫米之间，无霜期可长达230至250天；主要以平

原为主，根据地势高低分为沿海沿江的高田地带、太湖周围的低田地带和太湖平原地带，高田地带

海拔高度为4-6米，土壤以砂质土壤为主，透水性强，保水性弱、含微碱性，河网稀疏，适合种植耐

旱并有抗碱能力的棉花、小麦等；低田地带土质海拔高度在4米以下，以壤质粘土为主，湖网圩田地

区，土壤质地粘重，适宜种植桑树；太湖平原地带海拔高度为2-5米，主要为水稻土，保水、透水性

良好，保肥、供肥能力较强，土壤肥沃，河流湖泊密布，水网密集，水面面积约占平原面积的28%，

千亩以上的湖泊有128个（任美鄂等，1999），加之农田水利灌溉便利发达，形成水旱作物相辅的生

态系统，以水稻、小麦为主的水旱轮作，农作物可以一年二熟至三熟，并发展桑蚕业、棉纺织业、

①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 418-422页。

②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 101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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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业、茶业等家庭手工业（Huang，1990）。在江南经济结构下，小农家庭不仅存在“男耕女织”的
劳动分工模式，“夫妇并作”的男女同工模式也较普遍，江南女性不但参加大田农作，与男子共同劳动

种植棉花等（王仲，1995；李伯重，2003），还负责育蚕、采茶、摘棉花以及缫丝织布等活动（Huang，
1990）。尽管在北方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妇女参与一定的劳动，但无论劳动量或劳动强度都比不上

江南妇女，北方妇女“不似南方村妇能服姘胝之劳也”（王仲，1995）。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南北方地理禀赋条件的差异导致南北方小农家庭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同，

影响了南北方家庭劳动分工模式和女性劳动参与程度，进而决定了女性在家庭的经济地位，这也为

本文考察女性家庭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二、理论模型：女性劳动参与与小农家庭财富

为了进一步理清本文研究的问题及假说，这里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构建小农经济家庭劳动市场

模型来考察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家庭中农户对不同性别劳动力使用的行为，进而分析女性劳动参

与对小农家庭财富的影响。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我们假设农户所关心

的仅是家庭劳动收入水平最大化问题。这里将劳动收入主要分解为两部分：一是适合女性劳动参与

的行业所获得的收入，另一个是仅适合男性劳动参与的行业所获得的收入。

为方便起见，这里生产函数仅与劳动力投入一种生产要素有关，且存在市场出清的情况下，小

农家庭财富函数设定为：

 	W= P1E1F1
q1M1

1-q1 +P2E2F2
q2M2

1-q2 (1)

其中，	w表示家庭财富， 	F1 、 	M1分别为从事适合男性劳动行业女性劳动力和男性劳动力的投入数

量， 	F2 、 	M2分别为从事适合女性劳动行业的女性劳动力和男性劳动力的投入数量； 	P1、 	P2分别表

示适合男性劳动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行业产品的价格； 	E1、 	E2分别表示适合男性劳动行业和适合女

性劳动行业的自然地理禀赋条件，	A表示技术水平， q1 、 q2 分别为的适合男性劳动行业和适合女性

劳动行业的产出弹性，由于男女在适合自身条件的行业中更有优势，即 q2   q1 。

由于小农家庭男性和女性劳动力数量是有限的，该农户女性劳动投入量等于她从事适合男性劳

动行业投入的劳动量和从事适合女性劳动行业所投入的劳动量之和，即 F1 + F2 = F ；同理，

 	M1 +M2 = M。因此，带有劳动力投入数量约束条件的小农家庭财富最大化目标函数设定为：

max  	w= P1E1F1
q1M1

1-q1 +P2E2F2
q2M2

1-q2

s.t  	F1 + F2 = F

 	M1 +M2 = M

因此，构造拉格朗函数为：

L = P1E1F1
q1M1

1-q1 +P2E2F2
q2M2

1-q2 -l1(F1 +F2 -F)-l2(M1 +M2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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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 	F1 、 	F2 、 l1 、 l2求一阶偏导得到：

 	

¶L
¶l1

=q1P1E1F1
q1-1M1

1-q1 -l1

 	

¶L
¶l2

=q2P2E2F2
q2-1M2

1-q2 -l2

 	

¶L
¶l1

= F1 + F2 -F

 	

¶L
¶l2

= M1 +M2 -M

根据最优化条件，（3）式成立：

 	

F1

F2

M1

M2

=
1-q1

1-q2

×
q1

q2

(3)

从（3）式可看出，

 	

F1

F2

、

 	

M1

M2

是女性和男性分别投入在适合男性劳动的行业和适合女性劳动的行业劳

动力数量的相对比重。因此，当 q2   q1 时， 1 1

2 2

F M
F M

，表明女性劳动力相比于男性劳动力将更多地

投入到适合女性劳动力从事的生产行业。

此外，我们根据以上均衡条件进而得到女性劳动力投入的最优化解为：

 	

F2 =
1

1-d
× F -e

1
q2-q1 d

1-q2
q2-q1

æ

è
ç
ç

ö

ø
÷
÷

(4)

其中，

 
d =

1-q2

1-q1

×
q1

q2

，

 	
e =

q1

q2

×
P1

P2

×
E1

E2

可以看出，当

 	

E1

E2

变小， 	F2 会增加，即当从事适合女性劳动行业的自然地理禀赋条件相比于从事

适合男性劳动行业的自然地理条件更好时，女性劳动力会更多地投入于适合女性劳动行业。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推论，即“当地的生产要素地理禀赋条件决定了农户的经济结构，是否存在适

合女性劳动的行业，决定了女性劳动力在适合女性劳动行业的参与率，从而影响了女性对家庭的经

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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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利用20世纪30年代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华北、华东地区的农村实态

贯行调查资料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
①
。这主要因为满铁调查与同期的其他农业调查相比具有调查

范围较广、内容信息全面等特征
②
。满铁调查不仅在调查范围上包括华北、华东等不同地区农户家庭

信息，而且在调查内容上包括家庭结构、土地占有、生产方式、农副业经济等方面信息，内容翔实

可靠，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
③
。其中华北调查主要是由满铁天津事务所对冀东农村的实态调查，

主要包括河北省顺义县和栾城县两县农户基本情况。而华东调查则是满铁上海事务所在长江三角洲

地区进行的农村实态调查，主要涉及华东地区的嘉定、常熟、无锡、南通、松江等县农户信息。

表 1给出了本文所采用样本的基本统计描述。从表中可以看到，根据满铁调查提供的样本信息，

南北地区共有 533户作为样本观测值。其中，北方地区有 202户，而南方地区有 331户。从农户的

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特征来看，全样本中户均人口规模为 4.71人，其中北方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 5.37
人，南方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 4.31人，北方家庭人口规模略大于南方。而这与同时期 Buck（1937）
农村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一致，在 Buck的调查中北方家庭规模为 6.50人，而无锡等县家庭规模为

4.40人。从家庭劳动力规模来看，全国家庭劳动规模平均为 1.95人，劳动力占家庭人口比重的 46.22%。

其中华北地区户均劳动力为 1.55人，占家庭人口比重的 32.23%，而华东地区为 2.2人，占人口总数

的 54.76%，南方家庭劳动人数明显高于北方。从女性劳动力人数来看，就南北方地区全样本而言，

户均女性劳动人数为 0.93人，占家庭劳动比重的 45.53%，但南北方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北方农户家

庭女性劳动人数平均为 0.71 人，占家庭劳动比重的 43.29%，而南方农户家庭女性劳动平均为 1.06
人，占家庭劳动比重的 46.89%。可以看出，南方女性劳动人数明显高于北方女性劳动人数。

此外，表 1 提供了关于土地市场以及村庄特征等重要信息。从户均土地来看，北方家庭平均拥

有土地面积为 11.60亩，而南方家庭平均拥有土地面积为 2.96亩。而从农户使用土地面积而言，北

方家庭的平均使用土地规模也是南方的 2倍多，其中北方家庭平均使用土地面积为 15.98亩，南方家

庭平均使用土地面积为 5.19亩。这一特征决定了北方地区小农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投

入从事土地种植业，而南方小农家庭土地较少，更多地增加副业来增加家庭收入。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1952-1958）：《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六卷），东京：岩波书店；满铁上海事务所

调查室（1939、1940、1941）：《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省南通县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

省松江县实态调查报告书》、《上海特别市嘉定区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江苏省常熟县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
②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兴起，代表性的有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农村调查、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国民

政府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农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费孝通的农村调查等。其中，卜凯的农村调查规模较大、

范围较广，涉及 22个省 38256家农户，但调查内容偏重生产和技术，难以反映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关系。而其他调

查则范围较小且信息有限，如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等。关于民国时期调查数据更多评价可参阅陶诚（1990）、侯建新（2000）
的研究。

③
如Myers（1970）利用满铁华北调查资料研究中国河北和山东的农民经济问题；Duara（1988）利用满铁华北调

查资料研究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等；Huang（1985，1990）利用满铁华北和华东调查资料研究我国华北和长

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和乡村发展，他评价道：“满铁资料不失为用现代经济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的一组数量最

大，而内容又极为丰富的资料。它们的质量甚至可能高于本世纪前半期世界任何其他小农社会的有关资料”。Brandt
（1995）利用满铁在东北的调查数据对女性的经济贡献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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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注：土地市场规模指该地区平均租入土地规模与全村土地规模的比重，表格显示各主要变量在全国范围以及南方

和北方地区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数据来源：根据日本满铁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及农村实态调查报告资料整理得出。

（二）实证策略

本文回归方程设定如下：

   e= + + +_i i i iwealth female labor X （5）

其中，在方程（5）左边， iwealth 表示家庭的财富收入。然而由于所用调查数据缺乏直接体现小农

经济家庭财富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与农户家庭财富数量高度相关的土地财产即农户拥有土地数

量作为本研究小农家庭拥有财富数量。
①
，这一做法的逻辑是传统社会中，土地与房产是小农家庭最

重要的财产，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分家的主要内容。因此，一个家庭土地财产越多，意味着财富越多，

土地财产越少则财富越少。而在方程（5）右边， _ ifemale labor 为小农家庭 i的女性劳动力占全体

劳动力的比重，而	Xi 为一系列与小农家庭经济财富相关的控制变量。这里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户家

庭自身特征和村落特征两类控制变量。其中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市场

①
利用土地财产数量作为农户家庭财富数量已经是众多学者研究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普遍方法，参见

Benjamin and Brandt（1997）、Kung and Li（2012）、Li and Li(2015)等。

全国 北方 南方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A．家庭人口及劳动力情况

家庭规模（人） 4.71 2.50 5.37 3.16 4.31 1.89

劳动力规模（人） 1.95 1.30 1.55 0.95 2.20 1.43

男性劳动力（人） 1.02 0.74 0.84 0.65 1.14 0.77

女性劳动力（人） 0.93 0.81 0.71 0.49 1.06 0.94

劳动力比重（％） 46.22 29.41 32.23 19.84 54.76 31.00

女性劳动力比重（％） 45.53 25.71 43.29 21.44 46.89 27.94

男性劳动力比重（％） 50.39 26.11 46.91 22.29 52.52 28.01

是否有雇佣劳动（0~1） 0.54 0.50 0.41 0.49 0.613 0.488

是否有被雇佣劳动（0~1） 0.41 0.49 0.21 0.41 0.523 0.500

B．土地情况

拥有土地规模（亩） 6.23 10.68 11.60 14.39 2.96 5.42

租入土地规模（亩） 4.61 9.19 7.63 13.60 2.77 3.79

使用土地规模（亩） 9.28 13.69 15.98 19.27 5.19 5.63

土地市场规模（％） 118.12 1.29 72.80 0.37 145.79 1.55

C．村落情况

村落规模（户） 85.85 31.06 112.45 32.10 69.63 15.18

村落基尼系数 0.29 0.10 0.21 0.00 0.34 0.09

宗族规模（户） 17.28 15.73 23.62 18.41 13.41 12.35

宗族比重（％） 19.43 15.01 19.75 12.55 19.23 16.34

观测值 533 202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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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土地租佃情况等，而村庄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村内宗族人口规模、村落人口规模、村内

户均土地数量等。最后 、、 为待估计系数，	e i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

（一）OLS 初步回归结果

首先，在表 2 的第 1 至 3 列给出了包括华北和华东地区所有样本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1 列给

出了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女性劳动比重与农户家庭拥有土地财富数量之

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女性劳动比重每增加 1%，农户家庭土地财富数量增加 0.48%。

但我们的初步回归结果可能受到一系列与农户家庭财富相关的缺失变量的影响，为剔除缺失变量对

估计结果潜在的影响，我们在随后的第 2 和第 3 列分别加入了农户家庭与村庄差异的控制变量。新

的估计结果在第 2 和第 3 列给出。我们发现尽管一系列与农户家庭财富相关的农户特征与村庄特征

加入模型中，但估计结果依然显著，女性劳动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户家庭土地财富数量增加

0.32%。其次，在接下来的表 2中后 6 列分别从南方和北方考察女性对家庭财富的经济贡献，探讨女

性经济地位的地区差异。第 4 至 6 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南方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的增

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使在家庭规模、劳动力市场规模、村落规模、宗族规模、户均土地规模以

及劳动市场、土地市场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后，该影响依然十分显著。回归系数表明女性劳动参与比

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农户家庭土地财富数量增加 0.20%。然而，北方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财富

的回归结果却与南方地区呈现显著的不同（见第 7至 9列）。尽管在第 7 列，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

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家庭土地财富的数量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然后在随后的第 8 和第 9 列中加入

固定效应和一些控制变量后，结果并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就全国而言，女性劳动参与的提

高的确对农户家庭财富积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存在南北地区差异。其中，

在我国北方地区，女性的经济贡献不明显，然而在我国南方地区，女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大。

表 2：女性劳动比重对小农家庭财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拥有土地数量（log）

全国 南方 北方

（1） （2） (3) (4) (5) (6) (7) (8) (9)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

（％）
0.484* 0.317** 0.322*** 0.538*** 0.268*** 0.204** 0.878* 0.427 0.516

(0.205) (0.081) (0.069) (0.110) (0.043) (0.059) (0.124) (0.258) (0.119)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人） 0.027 0.020 0.042 0.056** 0.027 0.008

(0.038) (0.028) (0.028) (0.015) (0.070) (0.058)

劳 动 力 规 模

（人）
-0.004 -0.005 -0.018 -0.036 -0.110 -0.064

(0.058) (0.042) (0.054) (0.045) (0.022) (0.028)

是否有被雇佣

劳动

（是=1）

-0.199*** -0.163*** -0.202*** -0.145*** -0.146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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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31) (0.012) (0.020) (0.070) (0.034)

是否有雇佣劳

动

（是＝1）

0.269*** 0.246*** 0.243** 0.197* 0.094** 0.178

(0.080) (0.065) (0.085) (0.088) (0.004) (0.046)

租入土地规模

（亩）
-0.048*** 0.020 -0.115** -0.008 -0.036 0.009

(0.009) (0.014) (0.038) (0.037) (0.006) (0.001)

使用土地规模

（亩）
0.055*** -0.017 0.118** -0.005 0.049* 0.001

(0.007) (0.015) (0.036) (0.037) (0.007) (0.003)

户均土地规模

（亩）
5.506*** 6.844*** 3.888

(0.833) （0.796） （0.633）

村落规模（户） 0.066** -0.094 0.006

(0.019) (0.060) (0.002)

宗族比重(％) 0.626*** 0.683** 0.637

(0.116) (0.224) (0.125)

常数 1.149*** 0.156 -3.649** 0.702*** 0.148 5.038 1.670** 1.534 0.546

(0.280) (0.219) (1.017) (0.121) (0.204) (3.325) (0.065) (0.281) (0.533)

村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 553 533 533 331 331 331 202 202 202

R-squared 0.014 0.641 0.730 0.034 0.624 0.735 0.033 0.527 0.599

注：（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拥有土地数量的对数值；（2）解释变量为女性的劳动比重；（3）第 2、5、8栏控

制了家庭特征和村落固定效应；第 3、6、9栏控制了家庭、宗族、村落特征以及村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

（二）稳健性检验

为得到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经济家庭财富影响更加稳健性的估计结果，在表 3 我们将被解释变

量小农经济家庭拥有土地财富数量替换为小农经济家庭社会身份进行分析。由于小农经济身份差异

与其财富具有高度相关性，即经济身份越高，拥有的土地财富越多，因此我们认为小农家庭经济身

份也是一个较好的度量小农家庭财富的重要被解释变量。这里主要根据 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

员会调查报告，按照农户土地占有情况，将其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及雇农四类。
①
从全国数据来

看，自耕农的比重最高占 39%，其次佃农和地主分别占 29%、22%，雇农仅占 10%。而从南北方地

区差异来看，自耕农比重也是最高，南方自耕农占 39%，北方自耕农占 41%，而地主、佃农比重南

北地区差异较大。其中，北方地主比重高达 30%，南方地主仅占 16%；而佃农方面，南方比重高达

35%，北方比重为 19%。而对于雇农而言南北地区无显著差异，都占 10%。

表 3给出了采用 ordinal probit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农户社会地位影响的估计结果。

与表 3 类似，在表 3前三列给出了包含南北方地区的全样本估计结果。表 3 第 1列至第 3 列的回归

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女性劳动比重的增加均对农户社会身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①
根据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的划分，“地主”主要是指拥有较多土地，并将土地

出租以收取地租而生活的人；“自耕农”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并依靠自己耕种生活；“佃农”则拥有很少或者没有土地，

主要借用土地耕作生活；“雇农”主要出卖劳动力生活。此外，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根据土地占有状况，也将

农户划分为四类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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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基本与表 2 的回归结果相一致。在接下来的第 4 至第 9 列则是给出了分别对南北方女性劳

动参与对当地农户经济社会身份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4 至第 6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华东地区

女性劳动比重的增加对当地农户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结果即使在控

制了家庭、劳动市场、宗族以及村落等情况以及地区固定效应以后，结果仍然显著。然而与华东地

区不同，在第 7至 9 列对华北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小农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关系的考察时，发现女性劳

动参与对家庭经济社会身份没有显著影响，而这一结果与华东地区形成了显著的地区差异。

表 3：女性劳动比重对小农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小农家庭社会地位

全国 南方 北方

（1） （2） （3） （4） （5） （6） （7） （8） （9）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

（％）
0.658*** 0.301*** 0.265*** 0.668*** 0.408*** 0.288* 0.886*** 0.373 -0.058

(0.162) (0.086) (0.062) (0.186) (0.130) (0.153) (0.020) (0.085) (0.011)

控制变量

家庭规模（人） 0.076 0.058*** 0.055 0.040 0.070 0.046

(0.047) (0.062) (0.064) (0.049) （0.067） (0.033)

劳动力规模（人） -0.039 0.048 -0.080 -0.061 0.007 0.243***

(0.050) (0.067) (0.078) (0.063) （0.011） (0.028)

是否有被雇佣劳动

（是＝1）
-0.625*** -0.654*** -0.543*** -0.420*** -0.666*** -0.916***

(0.109) (0.160) (0.127) (0.121) (0.088) (0.126)

是否有雇佣劳动

（是＝1）
0.540*** 0.596*** 0.634*** 0.638*** 0.188 0.322***

(0.171) (0.185) （0.213） (0.203) (0.204) (0.118)

租入土地规模

（亩）
-0.199*** 0.022 -0.312*** 0.093 -0.146** -0.018

(0.061) (0.035) (0.081) (0.059) (0.059) (0.011)

使用土地规模

（亩）
0.202*** -0.028 0.400*** -0.028 0.148** 0.007***

(0.067) (0.025) (0.092) (0.047) (0.065) (0.002)

户均土地规模

（亩）
53.19*** 89.64*** 39.81**

（15.42） （21.37） (17.20)

村落规模（户） -0.061 0.011 0.007***

(0.048) (0.057) (0.002)

宗族比重（％） 1.689*** 1.879*** 0.744***

(0.363) (0.498) (0.286)

村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 517 517 517 323 323 323 194 194 194

注：（1）被解释变量为小农经济家庭的社会地位，划分为地主、自耕农、佃农、雇农；（2）解释变量为女性劳动

比重，利用 ordinal probit模型；（3）第 2、5、8栏控制了家庭特征和村落的固定效应，第 3、6、9栏控制了家庭、宗

族、村落特征和村落固定效应。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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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在表 3讨论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小农家庭经济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但可能面对这样一

种情况，即社会阶层越低越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劳动，而社会阶层越高的家庭，女性参与劳动的人

数可能也越少。正如 Huang（1990）在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家庭时也发现，贫穷家庭的女性劳动

比富裕家庭的女性多，如果家庭足够富裕，家庭女子是不用外出劳作，而选择呆在家享受“闲暇”。因

此，对不同经济社会身份的家庭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经济财富影响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在表 4 给

出了按照不同经济社会身份分类后的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财富影响的分析结果，其中在表 4 第

1-4列为全国从不同社会阶层来考察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的经济贡献。回归结果发现，在雇农、

佃农以及地主阶层中，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经济贡献不显著，而只有在自耕农阶层中，女性劳

动参与的增加对农户土地财富的增加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女性劳动比重增加 1%，农户家

庭土地财富数量增加 7.5%。在接下来的第 5至第 8列给出了南方不同社会阶层农户家庭女性劳动参

与对小农家庭经济贡献的分析结果。回归结果发现，华东地区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经济贡献与

全国相同，即只有在自耕农阶层中，女性劳动参与越多小农家庭土地财富越多，即女性劳动比重每

增加 1%，自耕农家庭的土地财富数量增加 3.4%。然而与华东地区相比，北方地区除地主外，农户家

庭女性劳动参与对小农家庭经济贡献没有显著影响（第 9至第 11列）。而在农户经济社会身份为地

主的农户中，女性参与比重上升土地财富数量减小，这恰恰表明越是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越有降低

女性劳动参与的动机（第 12 列）。综上所述，以上回归结果表明，虽然全国来看，女性劳动参与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农家庭土地财富的增加，但却呈现出地区和社会阶层上的差异。小农家庭中女

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土地财富产生影响主要来自自耕农家庭，而且在南方地区更加显著。

表 4：不同社会地位小农家庭女性的经济贡献

被解释变量 农户家庭拥有土地数量（log）

全国 南方 北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解释变量 雇农 佃农 自耕农 地主 雇农 佃农 自耕农 地主 雇农 佃农 自耕农 地主

女性劳动比重

（％） -0.074 -0.032 0.075** -0.010 -0.018 0.032 0.034** 0.047 -0.313 0.013 0.033 -0.157**

(0.071) (0.060) (0.026) (0.079) (0.051) (0.036) (0.009) (0.086) (0.119) (0.083) (0.021) (0.004)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落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0.274** -0.456** -0.021 1.636*** 0.254* -0.198 -0.205 1.360*** -0.066 -0.624 -0.084 2.323*

(0.089) (0.131) (0.095) (0.411) (0.092) (0.105) (0.137) (0.185) (0.228) (0.161) (0.637) (0.297)

观测值 52 149 204 112 32 113 125 53 20 36 79 59

R-squared 0.927 0.957 0.944 0.852 0.969 0.954 0.930 0.911 0.932 0.983 0.849 0.827

注：（1）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家庭拥有土地数量的对数值，解释变量为女性劳动比重；（2）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包

括家庭规模、劳动力规模、是否有被雇佣和雇佣劳动、租入土地规模和使用土地规模；（3）村落特征包括户均土地规

模、村落规模、宗族比重。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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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代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机制考察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小农经济中女性对家庭经济财富积累具有显著的贡献，但是在南北地区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导致地区之间小农经济中女性经济贡献差异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在这

一部分我们将对此机制问题进一步考察。

之所以女性劳动力会对家庭财富积累起到重要作用，小农经济自身的经济结构扮演非常重要的

角色。就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年降雨量在 1100-1600毫米之间，

无霜期可长达 230至 250 天，而且地势低平或为丘陵，湖泊众多，水网密布，水面面积约占平原面

积的 28%（任美鄂等，1999）。因此农业生产以水田为主，适宜种植水稻、棉花、黄麻、桑叶和茶叶

等，进而在小农家庭经济结构中发展出较为适合女性从事的纺织业、桑蚕业和茶业农副业。进而女

性可以通过参与这些生产活动，为家庭创造更多的家庭财富。而在中国北方地区，气候较为寒冷干

燥，降水较少且不均衡，夏季降水可占全年的 50%－75%，年相对变率达 20%－30%（吴松第，2015），
而且华北平原的河道流水量仅为长江流域的 1/6至 1/8，河道系统不足以用于灌溉，灌溉以个别农户

的小型水井为主（孙敬之，1957），故多为旱作农业，以小麦、棉花等农作物为种植对象。这些生产

活动时常需要较重的体力投入，而女性在此方面具有弱势，因此女性的劳动参与较少。

这一推论也与 Buck (1937)所做的田野调查相一致。他们发现，在南方的长江稻麦区，女性承担

19.1%的农活，而在北方地区女性只承担 8.5%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差异在桑蚕区更为突出。例如浙

江嘉兴地区的女性承担了 24.1%的农活，而在无锡则高达 37.3%。因此，我们的假说认为，我国南北

地区间的地理禀赋差异是导致地区间女性经济贡献表现差异的重要原因。这种地理自然环境的差异

导致了地区间小农经济家庭内部经济结构的不同，而这种家庭经济结构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女性经济

贡献的不同。为证明地理要素禀赋对女性经济贡献的影响，相应的实证结果在表 5给出。

首先，在表 5面板 A给出了利用华北和华东地区农户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在表 5面板 A第（1）
列，首先给出了当地地理要素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劳动参与虚拟变量（是=1）①

与农户拥有土地数量对

数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如果当地地理要素禀赋条件适合女性劳动，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将增加

0.3%。由此，可见，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户土地财富有显著的影响。在接下来的第（2）和第（3）列，

分别揭示了地理要素禀赋、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与农户拥有土地财富数量之间的关系。其中在第（2）
列，给出了地理要素禀赋与小农家庭女性参与率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为 0.124，表明如果当地地理

要素禀赋适合女性参与劳动，女性的劳动比重将上升 0.12%。而在接下来的第（3）列关于女性劳动

比重与农户拥有土地财富之间关系来看，女性劳动比重每增加 1%，农户土地财富数量将增加 0.32%。

最后，为考察地理要素禀赋是否是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在第（4）列我们同

时加入女性劳动比重、地理要素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参与劳动的虚拟变量。最终回归结果表明，尽管

此时女性劳动比重、地理要素禀赋是否适合女性劳动的虚拟变量均统计显著为正，但比较先前第（3）
列估计结果发现，当加入地理要素禀赋变量后，女性劳动力比重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这表明女性

对家庭土地财富的影响一部分可以被地理要素禀赋变量所解释。由此证明地理禀赋的确可以作为一

部分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解释机制。

此外，由于全国数据存在南北差异问题，因此地理因素差异可能体现的仅是南北之间的地区差

异，而非是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地理要素禀赋差异。为此，在表 5面板 B，我们进一步利用仅包含南

方华东地区村庄作为小样本数据对地理禀赋机制与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的关系进行考察。表 5 面

板 B表明，尽管我们采用仅包括华东地区农村小样本数据进行估计，但估计结果与此前采用面板 A
的估计结果相同，均发现当同时控制女性劳动比重以及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要素禀赋后，女性劳动

①
地理要素禀赋适合女性劳动主要是指当地是否为农业桑蚕、土布、手工纺织业地区。如果适合女性劳动参与的

地理要素禀赋条件设定虚拟变量为 1，如果不适合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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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估计系数与此前未加入地理因素的估计系数相比有所下降。因此，这再一次证明了地理自然

禀赋导致更多的女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从而提高了女性对小农家庭财富的创造。

表 5：地理要素禀赋对小农家庭女性经济贡献影响的回归结果

面板 A：全样本（全国地区）

被解释变量
拥有土地数量

（log）

女性劳动比重

（％）

拥有土地数量

（log）

拥有土地数量

（log）

（1） （2） （3） （4）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 0.322*** 0.279**

（0.068） (0.077)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

（适合=1）
0.300** 0.124** 0.266*

（0.058） (0.044) (0.112)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村落特征 是 是 是 是

村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 -3.361** 0.770*** -3.649** -3.576**

(0.976) (0.193) （1.017） (1.006)

观测值 533 533 533 533

R-squared 0.730 0.128 0.730 0.735

面板 B：小样本（仅包含南方地区）

被解释变量
拥有土地数量

（log）

女性劳动比重

（％）

拥有土地数量

（log）

拥有土地数量

（log）

（1） （2） （3） （4）

解释变量：

女性劳动比重（％） 0.204** 0.145*

(0.059) (0.060)

适合女性劳动的地理禀赋程度

（适合=1）
0.298** 0.123* 0.280*

（0.104） (0.046) (0.101)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村落特征 是 是 是 是

村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常数 4.945 0.642 5.038 4.852

（3.297） (0.432) (3.325) (3.277)

观测值 331 331 331 331

R-squared 0.746 0.147 0.735 0.748

注：（1）控制变量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劳动力规模、是否有被雇佣和雇佣劳动、租入土地规模和使用土地

规模；（2）村落特征包括户均土地规模、村落规模、宗族比重。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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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女性的经济贡献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如Buck，1937；Mann，1992，
1997；Bell，1992，1999；Bray，1997等）认为中国女性主要从事家庭劳动，在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

入很少，因此认为女性的经济贡献十分有限。而另一些学者（如Bossen, 1994, 2002; Benjamin and
Brandt, 1995; 李伯重, 1996; Kung and Lee, 2010等）认为在传统小农经济家庭中，通过经济分工女性

具有较为显著的经济贡献。然而截至目前，现有研究对此问题的讨论依然认识不清存在争论。

为弥补现有研究不足，理清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女性经济贡献及其地区差异的原因，本文利用满

铁调查入户微观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传统乡村社会小农家庭中，女性劳动参与对

小农家庭财富积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性劳动参与率每增加1%，农户家庭拥有土地财产数量增加

0.3%。但这一结果在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南方小农经济中女性劳动力对家庭财富积累

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导致这一地区间差异，我们认为南北方地区间存在气候、土壤、地

势、河流等地理禀赋条件上的差异是导致农户经济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决定

地区间女性经济贡献差异的重要根源。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女性的经济贡献、社会地位的

研究文献，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小农经济中女性经济贡献问题讨论提供了系统化的考察，而且也提

出了基于地理因素的“要素禀赋”假说，揭示了我国地区间女性经济地位差异的起源，为地理与文化之

间关系的考察进一步提供了实证证据。本文研究发现在政策层面的意义在于，虽然本文肯定了地理

要素禀赋差异对女性经济地位及性别观念的影响，但也意味着这一影响并非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

力发展，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地理禀赋优势的不断改变，将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不断变化。男女之

间性别平等和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将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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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untry, Two mode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Rural Women 's Family in modern China

LiNan LiYajing

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mily economic contribution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women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al situation in Japan in the
1930s. The study found that female labor forc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cumulation of small
farmer's family wealt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the farmer's family owned land property
increased by 0.3% for each 1% increase in femal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female labor force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of the small peasant family in South China. The increase of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s 0.2%.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regional differ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peasant households caused by the conditions of geographical
endowment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re the important roots of this difference.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root causes of family wealth in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but also enriches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women 's social status.

Key words: Female economic contribution Rural social Geography endow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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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我国 1907-2013 年

人力资本存量测算

管汉晖 伏霖 李一苇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Barro 首创，并由 Godo发展的平均教育年数方法测算我国 1907-2013年人力资

本存量及其结构，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优势如下：（1），已有的研究大都从 20世纪 50年代开

始，本文从 20世纪初开始，更有利于辨别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2），本文提供了分性

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更完备的信息。（3），基于对原始数据库更细致的梳理，本文的研究更加全面。

研究发现，1907至 2013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停滞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

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着促进作用，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重视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而初等教育在

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传统教育排斥女性的局面得到逆转，女性得到更

多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但现代教育并不是近百年来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唯一、最核心的作用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社会稳定状况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和速度同样有重要影响，且经济增

长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同步性。

关键字：教育 人力资本 结构 经济增长

人力资本概念的定义关系到人力资本测算的范围，从 Petty（1690）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到 Barro
（1993），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被重视。

OECD（2001）提出的定义比较宽泛：“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个人身上，能够有利于个人、社会和经

济福利创造的知识、技巧、能力和特征，这些能力是天生的或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投资而得到的”。
更具体的说，文献有四种定义：第一，能力的角度。包括处理经济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和个人主

观活动所需的感知数据结构信息的能力、在普通的生产过程中提供大量身体劳动服务投入的能力、

基于企业市场活动的认知能力、管理市场和非市场生产活动和家庭消费活动的关键资源、是技术或

组织结构创新活动的代表等（David，2001）。第二，收入的角度。认为人力资本的概念是基于对事

物投资与对人投资的相似性，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当前支出在将来能产生收益，用个人的全部劳动收

入的折现值来定义(Jorgenson and Fraumeni，1989)。第三，投资成本的角度。人力资本是通过各种投

资，尤其是通过教育获得的技能和知识，因而，人力资本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投资成本来衡量。第四，

综合的概念。人作为一个生产者，必须使用某种方法对其生产能力进行测算和量化，这其中包括个

人的生产技巧、才干和知识。

基于以上定义，人力资本测算主要有四种方法：投资成本法、预期收入折现法、教育指标法和

直接能力测算法。投资成本法盛行于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预期收入折现法从八十年代开始应用，

九十年代后随着微观数据的逐步可得，精细化的计算逐步发展起来。教育指标法七八十年代在研究

增长的文献中开始应用，微观数据层面的生命力没有预期收入法强，但 2000年后研究跨国经济增长

的文献仍不断采用，而且不断有新的、更复杂精确的教育指标法出现，在计算的相对简单和跨国数

据可得性方面有很大优势。直接能力测算法，近年有不少文章使用，尤其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得到推

广。总之，从时间发展来看，现在采用较多的是预期收入折现法和教育指标法，投资成本法已经很

少使用，直接能力测算法集中在实验经济学和国际比较项目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发展经济学的

研究重点也逐渐由物质资本积累转向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受到日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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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和深刻关注，人力资本水平的计量和一国人力资本账户的建立成为人力资本理论发展及其应用领

域拓展的客观需要。Gary S. Becker等（1990）指出，教育和在职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最有效的途径，

人力资本投资无论从家庭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此外教育水平往往作为工资决

策中衡量人力资本的主要因素，因而用与教育相关的指标测度人力资本水平相比于将其货币化更为

直接便利，也便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成为人力资本量化的一种重要方法。

以教育指标为依据测度人力资本，进而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分析可以提供更

全面的视角。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质量，因而对教育

制度沿革的回顾在长期人力资本水平测算中也不容忽视。从国际经验来看，19世纪晚期美德经济对

英国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更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带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支持的第二次工业

革命(Goldin and Katz, 2008)，而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分流在某种程度上也归结为主流的教育思

想和教育体制对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不同的激励，中国传统的以科举为最终目的的儒家教育使得人

力资本的结构无法满足通过技术进步推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林毅夫，2007）。因而以我国近现代教育

体制建立和发展为背景估算长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我国近代以来经济增长的研究具有特殊的意

义。

本文从中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入手，以入学率指标为核心，利用民国教育统计数据

和建国以来的教育统计年鉴估算我国 20世纪以来的人力资本存量，描绘近代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的结

构变化与发展趋势，并探讨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二节为文献综述，

介绍和对比主要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并列举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计算成果；第三节梳理 20世纪

以来的近现代教育体制建立与学制沿革，为测算奠定基础；第四节参照 Godo（2011）对美日韩人力

资本存量的计算方法，提出核心的计算公式，并结合可得数据给出计算公式在估测不同时期人力资

本时的变型；第五节对估算结果进行分析，考察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在近现代教育体制不断完善背景

下的长期发展趋势；第六节是总结性评论。

一.文献综述

本节概要评述四种主要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评述应用这四种方法测算我国人力资

本的研究。

1.投资成本法

包括养育成本法、教育成本法及两者的结合。Kendrick（1976）和 Eisner（1985）研究是这一方

法的代表作，他们采用与物质资本存量一致的永续盘存法测算了美国的人力资本投资价值，被认为

是迄今为止较全面的用该方法计算人力资本的成果。Kendrick（1976）把人力资本投资划分为有形投

资和无形投资，有形投资包括儿童从出生到 14岁的身体养育成本，无形投资是指提高劳动生产率或

劳动质量的成本，包括花费在健康、安全、流动、教育和培训上的成本，以及学生学校学习的机会

成本。Eisner（1985）对 Kendrick的方法进行了改进，考虑了投资在养育小孩上的非市场家庭活动的

价值，还将 R&D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计入人力资本存量。Eisner认为人力资本都是无形的，并将人力

资本做 50年直线折旧。

应用投资成本法测算人力资本，公共和私人在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可进行不

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但这一方法的缺陷也是很大的，例如：第一，投资和产出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Le（2003）认为，对于个体来说，一个天生低能而且体弱多病的孩子，将花费更多

的成本，这将高估其人力资本。相反，一个聪明的孩子，只需要很少投资，人力资本也是可观的。

第二，在孩子的支出上，哪些用来消费、哪些用来投资，往往很难分清，很多支出既有消费性质又

有投资性质，事实上，Kendrick 的计算中将健康和安全支出的 50%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来计算，其余

的 50%理解成消费。第三，永续盘存法中，折旧率的确定是难题。一是折旧的方法和数值难以确定，

二是人力资本具有升值的特点，折旧往往低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价值，Granham and Webb(1979)的实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Estimation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23

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是随年龄增长而升值的。第四，没有考虑非市场行为的影响。事实上，非正

式教育、自我学习、随机学习和娱乐等都会提高人力资本，这些在预期收入法中有体现，投资成本

法中则没有。

2.预期收入折现法

这类文献从开始的宏观教育数据和人口总体，到后来将人口按照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分层，

再到将人口分部门测算，后续的文献又进一步考虑了额外教育获得的潜在收入、非市场活动的影响

等等因素，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完善了。该方法的提出建立在投资成本法的基础上，后者的缺点基

本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新的不足。

该方法的重要文献，分别是 Graham and Webb(1979)、 Jorgenson and Fraumeri(1989,1992)和
Mulligan and Sala-i-Martin(1997)。文献体系较庞大，跨国数据库也很多，包括中国在内，主要国家的

人力资本使用该方法都做过测算，包括宏观层面和基于微观工资数据的层面。

Jorgenson and Fraumeri方法把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预期收入的计算也相应地使用不同的公

式，使用倒推的方式计算终生收入。第五个阶段——退休阶段， 代表预期未来终生劳动

收入为零，其中 y,s,a,e 分别代表年份、性别、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第四个阶段是工作但不再接受正

式学校教育的阶段，例如中国 25岁-60岁，第三阶段是可能上学或工作的阶段，16-24 岁，第二阶段

是上学而没有工作，6-15岁，第一阶段是既不上学也不工作，0-5岁。经过以上阶段的计算，再用

表示 y年,性别 s,年龄 a,受教育程度 e的人口数，计算得到一个国家总人口的预期未来终生收入MI(y)，
即从收入角度发出的人力资本存量为：

如果加入非市场终生收入，为：

应用这一方法需要的数据，包括每年城镇和农村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每年各

个群体的收入及其他一些参数，包括升学率、实际收入增长率、贴现率和死亡率。从理论上说，教

育层次的划分和年龄层次的划分，以及收入部门层次的划分，越详细则计算的准确性越高。

这一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影响人力资本的多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如能力、个体努力、职业技能等

因素。此外，这一方法应用市场价格计算的劳动收入来测算人力资本价值时，劳动力市场的因素都

包含在劳动收入之中而不用单独考虑，而且不用考虑折旧。但这一方法也有一些缺陷：第一，依赖

于工资差别真实反映生产力差别的假定，实际上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

有效性问题、政治体制等。因此估算结果可用于个人或地区间的比较，不能针对国家总体进行比较，

跨国比较的有效性不大。第二，对于是否应在劳动收入中提出成本，争论极大。第三，收入数据不

像投资数据那样容易得到，工资率数据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容易获得，而且往往是有偏的。第四，

非市场部分的估算随意性大。第五，退休年龄的设定有争议。第六，没有考虑相同性别、年龄和教

育的个体由于天生和其他因素导致的个人能力差异，且假定教育与收入直接挂钩，忽视了非正式教

育的作用。

3.教育指标法

根据指标的复杂程度可分为四个类型，计算得到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代表教育程度的数据，但教

育与人力资本之间还有很大差距，所以算出的教育指标往往有两个应用途径，一是直接应用，相当

于是一个可以代替人力资本的 IV使用在研究中，二是在教育指标的基础上，加上教育递进的收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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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率，相乘得到量化的资本化的人力资本水平（与预期收入折现法类似，但同样对工资率数据要求

很高）

“成人识字率”和“学校入学率”这两类教育指标非常直观，缺点也明显：第一，识字率代表最初等

级的教育，是人力资本存量中最小的部分，不能反映人力资本之间的差异；第二，入学率不能反映

新参加工作人员的人力资本增加；第三，入学率与毕业参加工作之间不匹配很大；第四，没有考虑

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退出的情况，如退休和死亡等。针对这些缺点，“教育获得水平”和“教育总年限”
这两类指标是一种改进，但不足以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平均教育年数”法是涵盖多个层面教育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用各级教育获得水平对相应的劳动

人口加权，得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代理指标。如蔡眆（1999）采

用分省 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各省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受教育程度用年份表示，文盲为 0
年，小学为 6年，初中为 9年，高中为 12年，中专为 13年，大专为 16年。这种分类方法相对较为

简单。这一类文献，最为重要的是 Barro and Lee 的研究，他们从 1993年开始就运用人口普查和抽样

调查获得平均教育年限数据，教育获得水平基于 UNESCO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为：没有教育，不完

全初等水平，完全初等水平，次级水平的第一阶段，次级水平的第二阶段和最高阶段六个层次，涵

盖了 146个国家的 1950-2010的数据。计算的基础是各个年龄段（15岁以上，25岁以上，男性、女

性）受教育层次的人口数据。Godo的计算是与 Barro and Lee（2000）的计算方法一样的，只是更加

细节了而已，在三个方面做了改进，Godo的方法按照每个年龄段计算，分类更加详细。

在 Barro and Lee (1993)的估计中，数据不能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得到的情况下，使用成人识

字率或学校入学率估计缺失数据。用学校入学率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由直接观察数据点开始，

并将其作为基准存量，再通过基于学校入学率的基准存量和该年龄总人口数据的差异来估计生存概

率。Godo(2011)的估算方法，就是在 Barro基础上的，根据数据可得性做的变形。

这种方法相对简单，数据的可得性较好，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数据的特点估算，在跨国比较中使

用最多。缺点如下：第一，人口与劳动人口之间的不匹配。第二，没有考虑教育收益的递减性，也

没有区分不同教育程度者的同样一年教育的差距。第三，忽视教育系统的差异和结构的差异，这是

最为重要的缺陷。尽管存在以上缺陷，Barro-Lee的数据库是目前人力资本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

4.直接能力测算法

包括能力收益测算法、能力测验法和直接能力测算法，都是用回归或实验的方法比较和测算。

这种方法国际机构采用较多，如 OECD根据技能和能力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建立了用于国际

比较的技能和能力指标集，对各国劳动者的技能和能力进行打分测算。例如 CCCP（Cross-Curricular
Competencies Project）主要测量的是政治、经济、公民权、解决问题、自我评价或自我感觉和交流等

内容。IALS（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 Survey）基于读写能力的人力资本测算，细分为文学、资料

和数学三个方面。HCIP（Human Capital Index Project）建立指标体系识别个人技能和天才的社会收

益。这类方法的主要缺陷是明显的：第一，测算体系的科学性；第二，大多数测验只能在一个很小

的群体内进行，有偏；第三，存在高分低能问题。

5.基于四种方法的中国人力资本计算

对中国人力资本的估算中，Madison(1999)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和比较了中国与德国、英国、

日本等国的人力资本水平，Barro and Lee（1993,1996,2000）分别分“15岁以上”和“25岁以上”两个标

准，分男女性别每五年取一个数据点，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入学率等数据对全世界 142个国家的人

力资本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中国的数据从 1950至 2010年每五年一个数据点。国内学者对我国人

力资本估算的文献中，教育指标法也是最为常用的方法。蔡眆和王德文（1999）计算了 1982-1997
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中受教育程度用教育年份的简单算术平均数来表示

①
，计算了

人力资本和劳动对增长的贡献度，指出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过去、现在和今后都将起着重要的推

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王小鲁（2001）、胡鞍钢（2002）、岳书敬（2006）等在简单算术平均受教育年

①
文盲为 0年，小学为 6年，初中为 9年，高中为 12年，中专为 13年，大专为 14年，大学为 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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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基础上，依据各类人口（或劳动力）人数与平均受教育年数计算了全体人口（或劳动力）的受

教育总年数
①
，这种改进避免了受教育总年数受人口（或劳动力）数量规模的影响，更为精确地刻画

了人力资本的水平。

除教育指标法以外，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应用投资成本法和预期收入折

现法计算了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投资成本法的研究中以张帆（2000）和钱雪亚等（2004,2008,2011）
的研究为代表：张帆（2000）以每年投资累计加总的方法估计中国 1953-1995年的人力资本存量，钱

雪亚和刘杰（2004）从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和卫生保健投资三个方面计算了 1996-2001年全国人力资

本投资、存量和投资效率水平，并进行了分地区的分析。随着数据可得性的增强，预期收入折现法

越来越多的得到应用，王德劲和向蓉美（2006）结合中国实际对收入法进行修正和简化，估算出我

国五个人口普查年份以货币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朱平芳和徐大丰（2007）以 Mulligan and
Sala-I-Martin(1995)的方法为基础，进行改进并计算了 1990-2004 年中国主要城市的人力资本，李海

峥团队
②
在 Jorgenson-Fraumeni方法基础上的改进，李海峥等（2010,2013）计算了 1985-2007年人力

资本总量、人均人力资本、不同性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构建了中国人力

资本指数并进行了国际比较。

教育指标法简单直观，但简单算术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过于粗糙，后来改进的依据各类人口（或

劳动力）人数与平均受教育年数加权的受教育总年数法，虽然能够解决部分问题，但各级教育学制

变化问题以及不同级教育的“年”的不一致性问题依然存在；投资成本法从投入的角度衡量了人力资本

的水平，但方法本身固有的缺陷以及历史投资加总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支出范畴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限制了其估算结果在相关研究中的应用；预期收入折现法有完备的理论基础，但是该方法是建立劳

动力市场完备的基础上，要求人力资本拥有者的收入高低能客观反映人力资本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水

平，而且对数据质量的要求较高，需要包括按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等交叉分组的各类人员的人

口数、死亡率、升学率、收入水平等历史数据。最重要的，预期收入折现法中折现率的选用是估算

人力资本存量研究的焦点，人力资本水平对折现率的波动十分敏感。

最重要地，近年来随着量化经济史的发展，各国对人力资本的长时段估算有了较大的发展，例

如 Godo(2011,2012)用统一的口径估算了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的人力资本水平，而我国目前的估

算研究中，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时间序列较短，而且对“复读”、“职业教育”等的处理不够细致。

二、近代以来的学制变迁

清末民初的近代学制主要有“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
1902年 8月 15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被批准并颁布，这是近代中国第

一个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发的学校系统档，意图建立第一个较为完备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

系统。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只能看作新学制改革的先声。

1904年 1月 13日，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将修订好的《奏定学堂章程》上奏，得到光绪皇帝谕

旨的批准：“着即次第推行” 。因该学制颁布的年份为阴历癸卯年，史称“癸卯学制”。从学制系统看，

它把全国学童分为基础教育和专门职业教育两大部分，学制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三级，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实业补习普通

学堂、初等农工商业学堂和艺徒学堂。

中等教育，只有中学堂一级。中学堂的旁支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

①
其中王小鲁（2001）计算了 1952-1999年的人力资本，胡鞍钢（2002）计算了 1980-2000年中国人力资本的变化趋

势，周德禄（2005）计算了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为基础指标，实证计算

了 1978-2003年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
②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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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优级师范学堂、

实业教员讲习所、高等农工商业学堂以及译学馆、进士馆等。同时,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

均设有预科,而中学堂、高等学堂及分科大学设有专攻科。

1905年学部成立后，从 1907年起，由总务司和学制调查局负责，每年都进行大规模的全国教育

统计。统计事项主要包括各级各类学堂数、教员、职员数、学生数、毕业生人数、学部的三次教育

统计图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编制的教育统计资料集，成为本文

1905-1907年人力资本测算的数据来源。

1912年，蔡元培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制定了新的学制系统，并附有 9条说明，于

当年 9月公布，这就是“壬子学制”。其后，教育部又于 1912年至 1913年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学校法令，

对“壬子学制”稍有修改。“壬子学制”与这一系列学校法令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被称为“壬子癸丑学制”
的系统。这一学制系统规定：整个教育期共 18年，分为三段四级。

初等教育分初等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二级，从 6岁开始入学，计初等小学 4年，高等小学 3年，

共 7年，与高等小学校并行的有乙种实业学校。（二）中等教育：只有中学校 4年或 5年。与中学校

并行的有师范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三）高等教育：只有大学一级，分预科和本科，共 6年或 7年。

与之并行的有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和本科）和各类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这一学制形成后，实行

了 10年之久，其间虽稍有修订，但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师范学校本科 4年，预科 1年；高等师范学校本科 3年，

预科 1 年。实业学校分甲乙两种，均为 3 年毕业，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各类。分别实施完全

或简易普通实业教育。实业教育与师范教育比较起来，实业教育的要求较低，仅相当于三年制的高

小和四年制的中学。

1922年学制文件名为《学校系统改革案》，亦称“新学制”，因颁布时为农历壬戌年，又称“壬戌

学制”。壬戌学制的颁布施行，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新学制仍把学校教育分为普通、

师范和职业教育三类。在普通教育方面，改变清末民初依照日本学制的模式，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四”
单轨制形式。《改革案》具体对各级学校修业年限所作规定如下：等教育:其中初级小学 4年（可单设），

高级小学 2年。等教育:中等教育 6年，分初高两级，各为 3 年。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可单设，

亦可根据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为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师范学

校修业年限为 6年。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3～6年，其中大学 4～6年，专门学校 3年以上。大学院为

大学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不定。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是新中国教育的奠基时期，

这一时期公布实行的 1951年学制成为建国后我国学制变革发展的基础：取消小学的初、高级分立，

改行五年一贯制，初等教育除小学外还包括业余学校、识字学校等成人初等教育；中学分初、高中

两级，修业年限为六年，与业余中学和师范、技术、医药等中等专业学校同属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修业三至五年，包括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

1956年年底至 1976年，阶级斗争不断扩大的政治背景下我国的教育事业陷入动荡混乱倒退的局

面，对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压制和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对学校教育在教育方法、教学体

系、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挑战使得正常的教育秩序无法维持，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途径的功能

大大削弱。教育混乱在学校系统和学制中的具体表现为“两种教育制度”和缩短学制试验。“两种教育

制度”提出建立全日制学校系统之外的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以求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

差别，于 1964年起陆续在全国试行，到文革时期发展到极致，全日制教育让位于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的办学模式。中小学缩短学制试验在“大跃进”的影响下迅速兴起，各地缩短学制的方案包括中小学九

年一贯制、小学三年制、中学五年制、中小学九-二制、中学三-二制、二-二制等，至 1973年 9月保

留两种主要学制：小学初中高中五-二-二模式九年制和小学初中高中五-三-二或小学中学六-四模式十

年制，这一阶段，某些省份农村和城市分别推行不同的学制，全国学制较为繁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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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底我国教育进入恢复发展时期，教育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重点在于义务教育

普及和多层次全学科布局合理的高效体系的建立。1980年底提出中小学逐步改变为十二年的目标，

1986年颁行义务教育法确定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在不同地区分阶段分步骤的普及义务教育；义务教

育阶段六-三和五-四两种学制共存。高等教育方面 1980年确定本科学制四年，1986年规定硕士修业

年限由 2～3年逐步缩短为 2年～2年半，博士修业三年左右；逐步调整高校科类结构，提高文科、

财经、政法、体育等科类所占的比重；以本科生培养为重点，调整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层次比例。

此外职业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得到恢复发展，政府统筹下的企业行业办学和民办职业学校推动了职业

教育的发展。

三、估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根据 Godo的测算方法，我们用与年龄、性别对应的“累计入学率”来定义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平
均教育水平”（average schooling）。假设迁入人口与该国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分布不存在差异，并且死

亡率与受教育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得到平均教育水平的计算公式：

(4.1)

上式中， 为 t年年龄为 x~y岁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 为 t年年龄为 w岁的总人口数；

为 t年年龄为 w岁的总注册在学人口。

我们将上述公式的求和分步来看， 代表 t年 u岁的总人口与其在 t-x年至 t-x+u-1

年注册在学率之和的乘积， 可以被看做 t-x年起之后的 u-1年中每年 t-x+w岁人口的入学

率之和，即 t-x 年出生的人口在其后 u-1 年中每年入学率的累计，再将这一累积放入乘积运算，我们

得到 t-u 年出生的从 t-x 年起至他 u-1 岁那一年注册在学人数的累计；我们将其记为

(accumulatedtotal enrollment)。那么公式（4.1）就转化为

从直观上看公式（4.1.1）代表了 t年 x~y岁累积注册在学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即 t年 x至 y岁人口的

累积注册在学率，如果我们将 x和 y界定为劳动力年龄人口（15至 64岁），上述平均教育水平就度

量了 t年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用 代表 t年 w岁人口的注册在学率，我们得到平均教育水

平计算的另一表达。

Godo通过对教育层次的划分描述人力资本的结构；根据前一部分对我国近代以来学制沿革的梳

理，本文将 1-6 年级划为初级教育，7-12年级划为中级教育，并将 12年以上的教育年限划为高级教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28

育。普通正规教育之外的职业教育，我们也比照与之同级的普通教育归入上述教育层次划分，并计

入平均教育水平计算。此外需要注意，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国男性的入学率往往高于女性，而

人口统计学经验表明劳动力年龄男性死亡率高于同龄女性；将男性与女性入学率数据简单加总代入

公式（4.1）或（4.2）将导致系统的估算误差，因而我们用男女性人口比重加权进行调整。

《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 1980-1985》、《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

1986-1990》中收录了 1949-1990年全国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入学率、升学率等相关数据；1990年
以后的学生数量信息收录于每年发布的《中国教育年鉴》，因而可以获得 1991-2013年的相关数据。

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教育统计数据相比于建国后的教育数据，时间连续性和指标选取的一致性相对

不足：清末 1907-1909年的统计数据可由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的“教育统计图表”①中获得；民国

时期的教育统计数据基本收录于《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可以得到

1912-1930年，1934-1945 年全国各级学校的在校学生和毕业生人数，以及 1930年和 1945年的详细

学生入学率数据。然而仅靠总体的在校学生数据并不能估算出（4.1）定义的平均教育水平，假设

1912-1929年中小学学生的年级分布分别与 1930年和 1945年相同，得到估测的分年龄入学率

注： 表示 t年年龄为 v至 w岁的总人口数

假设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内，学生按照相关的教育法令 6 岁入学，且不考虑中小学期间留级或跳

级的现象，即学生年龄与其所在年级一一对应，按照 1930和 1945年中小学学生的年级分布，用公

式（4.3.1）和（4.4.1）估算上述两段时间内小学入学率，用（4.3.2）和（4.4.2）估算目标时间段的

中学入学率。运用以上教育数据并结合相关时段的人口统计资料，可以测算出 1907年以来我国人力

资本存量及其结构。

四、估算结果及分析

将上述数据运用公式（4.2）计算得到劳动力人口人力资本存量总量水平、按年龄划分的人力资

本存量和按教育层次划分的人力资本存量分别由表一、表二和表三给出并列于附录。

图一直观的展现了 20世纪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发展趋势，可以发现，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

水平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并且上升速度在改革开放以来达到高峰。我们以 1949年和 1978年为节点

将估算时段划分为三个部分：清末民国时期，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慢，但其

增速在 1934-1945年期间有所上升；从平均增长速度来看，1949-1978年间人力资本存量增长最为缓

①
学部总务司编录《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三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三十四年》和《第三次教

育统计图表，宣统元年》；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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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建国初期 1949-1953年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1954年之后的人力资本存量曲线趋于平坦，而文

革期间其增长率几乎为零；1978年之后人力资本存

图一：1907-2013 年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增长率

量开始大幅上升，这一时间段内其平均增长率也最高，达到 5.1%，1990-201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 6.4%，

但与这一时期平均的 GDP增长率相比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分时段的人

力资本存量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建国以后的人力资本发展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中央政府集权条件

下教育方面的政策方针和法律法规执行和落实的效率更高，从而用平均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变

化对政治环境更为敏感。相比之下，1949年之前的中国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在我们所

估算的时间段内其政策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有限，民国时期的人力资本增长可能更多的

依靠社会力量和财富积累推动。我们进而从性别、年龄和教育层次角度出发，探讨人力资本存量的

结构变化。受到统计资料中获得的数据的局限，本文估算的分性别的人力资本存量从 1934年开始。

观察图二，我们可以看到，估算时段内男性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始终高于女性，但男性人力资本与女

性人力资本的比值不断下降，表明其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二者在水平上的差值在 1934-1945年间有

所扩大，但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差距保持相对稳定，在 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较明显

的波动，在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期的缩减幅度较大，而近几年来差距缩减的速度又有所放缓。人

力资本水平的性别结构受到生活水平、社会观念、人口政策和教育制度的共同影响，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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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34-2013年分性别的人力资本存量

时期受到生活水平和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虽然女性入学和女子学校不再是新兴事物，女性人

力资本积累的速度仍然慢于男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男女平等的大力宣传和全社会范围内的女

性走出家庭参与劳动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但这一时期家庭子女数量仍然较多，故而在生

活水平的约束下，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不再全部集中于男性，但也远未达到男女一视同仁的程度。80

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条件改善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使得家庭有更多的资源进行

人力资本投资，并且集中在家庭中数量较少的子女身上，此时性别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关程度相对

下降，表现在人力资本的性别结构上就是男女双方差距的加速缩减。

进一步以 45岁为节点将劳动力人口分为青壮年和中老年两个群体，并分别估算其人力资本水平。

根据表二，可以发现青壮年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始终高于中老年，并且前者的增长速度更快，总体

的人力资本增长中，青壮年人力资本积累发挥着更为基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增长，两个群

体人力资本水平与总体水平之比的差距呈现缩小的态势，反映了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

动力的影响。

最后，考察教育层次角度的人力资本结构。观察图三可知，1907-2013年间三种教育层次在总人

力资本水平占比的次序与教育层次的高低恰好相反，我国通过基础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占人力资

本存量的 50%以上；初等教育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并

且高等教育比重上升的速度相对较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本在质量上的提升。20世纪 20

年代和 50年代的人力资本分配结构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表明学制变革对人力资本在教育层次上的

分配并未产生明显的结构性影响，这一结构与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关联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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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1917-2013每 10年各教育层次人力资本水平占比的平均值

本文用累计入学率测算了 1907-2013年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历程，观察到人力资本水平在现

代教育体制发展背景下存在不断增长的趋势，就这一测算结果，还需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本文采

用的入学率指标在民国期间并没有找到符合计算公式的统计数据，而是通过假设不同年份学生的年

级分布相同而得到的估算值，进而估算入学率指标的人力资本存量面临更大的误差；其次，本文假

设学生的年龄与年级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然而这一假设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同样是估

算误差的一个来源；最后，清末民国时期现代教育体制发端，同时传统教育并未完全解体，私塾仍

然为适龄儿童提供启蒙和基础教育，然而这一部分人力资本积累由于缺乏相关的统计资料，并未纳

入本文的估算。必须承认，本文对 20世纪以来的人力资本存量估算虽然相比于简单的教育年限、教

育水平等指标对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描述都更为细致精确，对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考察也

更为全面。但受限于统计数据，在使用累计入学率估算平均教育水平测度人力资本的框架下，本文

的估算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描述只能看做是大致精确的，依赖更全面精确的统计数据才能获得对人力

资本存量更为准确的测度。

五、结语

1907至 2013年间，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停滞再到快速增长的过程。对应

现代教育体制的初创和逐步探索完善，从参照日本、美国、苏联再到广泛的吸取国际经验的近现代

教育发展历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有着促进作用：近代以来的教育体制重视

基础教育和义务教育，而初等教育在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现代教育提

倡平等与公平，传统教育排斥女性的局面得到逆转，女性得到更多积累人力资本的机会；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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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更强的专业性，由此建立的学校系统对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也有积极作

用。

但现代教育并不是近百年来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唯一的、最核心的作用因素，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环境、社会稳定状况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和速度同样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 20世纪

以来也经历了缓慢增长、停滞、恢复到快速增长的变化过程
①
，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积累呈现出同步

性。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一国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的关键动力；80年代以来

人力资本加速积累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终驱动因素。而从教育

事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增长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民国时

期和建国初期人力资本积累较慢除了政治因素外，教育发展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因素。

面临经济增长的目标，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这一关键动力出发，推进教育事业发展是首要选择。

本文依据教育指标估算的人力资本发展趋势和结构现状提示我们，我国教育未来的发展，一方面是

在巩固当前在基础教育普及成就的同时，关注中等教育和与之并列的职业教育，以进一步改善人力

资本的结构；另一方面，在提高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同时，引导私人投资以弥补公共资源的有限

投入，为教育发展从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供更广泛的支持。

附录

表一：1907-2013年劳动力人口平均教育水平估算

年份 总人口 男性 女性 年份 总人口 男性 女性

1907 0.39 1951 1.54 2.37 0.590

1908 0.41 1952 1.56 2.45 0.600

1909 0.41 1953 1.62 2.51 0.640

1912 0.44 1954 1.65 2.59 0.710

1913 0.45 1955 1.70 2.64 0.780

1914 0.45 1956 1.73 2.71 0.840

1915 0.47 1957 1.74 2.75 0.890

1916 0.48 1958 1.75 2.79 0.910

1917 0.49 1959 1.77 2.83 0.930

1918 0.51 1960 1.80 2.88 0.950

1919 0.52 1961 1.84 2.91 0.970

1920 0.53 1962 1.87 2.94 1.009

1921 0.55 1963 1.89 2.99 1.060

1922 0.58 1964 1.94 3.05 1.090

1923 0.62 1965 1.97 3.08 1.103

1924 0.64 1966 2.00 3.15 1.103

1925 0.65 1967 2.01 3.19 1.103

1926 0.66 1968 2.02 3.20 1.103

1927 0.69 1969 2.03 3.21 1.104

1928 0.71 1970 2.03 3.21 1.104

①
见 Angus Maddison 《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 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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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0.73 1971 2.03 3.21 1.105

1930 0.75 1972 2.04 3.21 1.105

1934 0.80 1.31 0.072 1973 2.04 3.22 1.105

1935 0.84 1.39 0.090 1974 2.05 3.22 1.105

1936 0.88 1.45 0.130 1975 2.05 3.22 1.105

1937 0.92 1.51 0.150 1976 2.05 3.22 1.107

1938 0.97 1.57 0.180 1977 2.06 3.23 1.107

1939 1.01 1.63 0.200 1978 2.07 3.24 1.130

1940 1.06 1.69 0.220 1979 2.09 3.29 1.142

1941 1.11 1.76 0.250 1980 2.13 3.31 1.190

1942 1.17 1.84 0.280 1981 2.15 3.39 1.210

1943 1.22 1.92 0.310 1982 2.21 3.41 1.290

1944 1.27 2.00 0.340 1983 2.26 3.58 1.310

1945 1.33 2.07 0.370 1984 2.33 3.69 1.420

1949 1.51 2.22 0.440 1985 2.45 3.76 1.500

1950 1.54 2.30 0.520 1986 2.52 3.85 1.630

1987 2.74 3.93 1.750 2001 5.32 6.49 3.970

1988 2.84 4.00 1.860 2002 5.80 6.92 4.220

1989 2.93 4.08 1.950 2003 6.33 7.34 4.750

1990 3.02 4.19 2.120 2004 6.92 7.72 5.307

1991 3.15 4.30 2.230 2005 7.31 8.23 6.010

1992 3.24 4.50 2.310 2006 7.70 8.73 6.680

1993 3.36 4.74 2.430 2007 8.03 9.05 7.302

1994 3.47 4.86 2.500 2008 8.60 9.70 7.910

1995 3.76 4.97 2.640 2009 9.21 10.20 8.409

1996 3.98 5.13 2.750 2010 9.99 10.65 8.880

1997 4.19 5.26 2.880 2011 10.41 11.94 9.280

1998 4.46 5.43 3.010 2012 11.05 12.48 9.706

1999 4.87 5.67 3.140 2013 11.92 13.31 10.008

2000 5.03 6.06 3.530

表二：1907-2013年不同年龄层次劳动力人口平均教育水平估算

年份 青壮年人口

（15-44）

中老年人口

（45-64）

年份 青壮年人口

（15-44）

中老年人口

（45-64）

1907 0.44 0.27 1954 3.32 1.36

1908 0.46 0.29 1955 3.37 1.38

1909 0.49 0.29 1956 3.39 1.39

1912 0.50 0.33 1957 3.41 1.40

1913 0.50 0.32 1958 3.45 1.42

1914 0.50 0.34 1959 3.51 1.44

1915 0.63 0.35 1960 3.59 1.47

1916 0.64 0.36 1961 3.65 1.50

1917 0.66 0.37 1962 3.6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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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0.68 0.38 1963 3.78 1.61

1919 0.73 0.39 1964 3.84 1.64

1920 0.74 0.42 1965 3.90 1.66

1921 0.77 0.45 1966 3.91 1.67

1922 0.81 0.47 1967 3.93 1.68

1923 0.87 0.50 1968 3.95 1.68

1924 0.90 0.52 1969 3.95 1.68

1925 0.91 0.53 1970 3.95 1.68

1926 0.99 0.53 1971 3.97 1.68

1927 1.04 0.56 1972 3.97 1.68

1928 1.07 0.58 1973 3.99 1.68

1929 1.10 0.62 1974 3.99 1.68

1930 1.13 0.64 1975 3.99 1.68

1934 1.28 0.68 1976 4.00 1.68

1935 1.34 0.71 1977 4.03 1.68

1936 1.41 0.75 1978 4.07 1.80

1937 1.47 0.78 1979 4.15 1.83

1938 1.65 0.85 1980 4.19 1.85

1939 1.72 0.89 1981 4.30 1.90

1940 1.74 0.93 1982 4.40 1.94

1941 1.78 0.98 1983 4.54 2.00

1942 1.87 1.03 1984 4.77 2.11

1943 1.95 1.07 1985 4.91 2.17

1944 2.03 1.12 1986 5.17 2.28

1945 2.13 1.17 1987 5.34 2.36

1949 2.87 1.21 1988 5.54 2.44

1950 2.93 1.23 1989 5.71 2.52

1951 2.96 1.25 1990 5.89 2.60

1952 3.08 1.30 1991 6.14 2.77

1953 3.14 1.32 1992 6.32 2.85

1993 6.55 2.96 2004 12.94 6.12

1994 6.77 3.05 2005 13.74 6.47

1995 7.33 3.31 2006 14.48 6.81

1996 7.76 3.50 2007 15.10 7.11

1997 7.84 3.69 2008 16.17 7.65

1998 8.34 3.92 2009 17.31 8.20

1999 9.11 4.29 2010 18.78 8.89

2000 9.41 4.43 2011 19.57 9.26

2001 9.95 4.71 2012 20.77 9.83

2002 10.85 5.13 2013 22.41 10.61

2003 11.84 5.60

表三：1907-2013不同教育层次平均教育水平估算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35

年份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年份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1907 0.349 0.032 0.0089 1955 1.268 0.280 0.1825

1908 0.367 0.034 0.0091 1956 1.275 0.281 0.1838

1909 0.367 0.034 0.0091 1957 1.282 0.274 0.1937

1912 0.385 0.036 0.0191 1958 1.296 0.278 0.1961

1913 0.403 0.038 0.0095 1959 1.325 0.282 0.1927

1914 0.403 0.038 0.0095 1960 1.354 0.283 0.2034

1915 0.421 0.039 0.0097 1961 1.375 0.288 0.2067

1916 0.411 0.038 0.0315 1962 1.390 0.291 0.2089

1917 0.419 0.039 0.0315 1963 1.393 0.319 0.2284

1918 0.437 0.041 0.0325 1964 1.414 0.324 0.2317

1919 0.430 0.052 0.0386 1965 1.435 0.330 0.2350

1920 0.438 0.053 0.0394 1966 1.442 0.332 0.2361

1921 0.455 0.055 0.0410 1967 1.449 0.334 0.2370

1922 0.474 0.058 0.0486 1968 1.456 0.336 0.2380

1923 0.506 0.061 0.0522 1969 1.449 0.336 0.2450

1924 0.513 0.063 0.0640 1970 1.456 0.336 0.2380

1925 0.521 0.064 0.0653 1971 1.422 0.359 0.2590

1926 0.515 0.074 0.0708 1972 1.422 0.359 0.2590

1927 0.538 0.078 0.0747 1973 1.429 0.361 0.2600

1928 0.539 0.080 0.0908 1974 1.429 0.361 0.2600

1929 0.557 0.097 0.0758 1975 1.359 0.382 0.3095

1930 0.564 0.100 0.0865 1976 1.366 0.384 0.3104

1934 0.603 0.136 0.0610 1977 1.373 0.386 0.3113

1935 0.635 0.142 0.0630 1978 1.380 0.399 0.3109

1936 0.649 0.149 0.0826 1979 1.365 0.407 0.3579

1937 0.679 0.146 0.0946 1980 1.378 0.412 0.3605

1938 0.718 0.154 0.0986 1981 1.418 0.424 0.3683

1939 0.747 0.160 0.1038 1982 1.451 0.457 0.3522

1940 0.785 0.162 0.1131 1983 1.506 0.473 0.3516

1941 0.836 0.169 0.1055 1984 1.585 0.479 0.3860

1942 0.881 0.177 0.1128 1985 1.606 0.494 0.4196

1943 0.918 0.184 0.1180 1986 1.691 0.523 0.4365

1944 0.956 0.191 0.1233 1987 1.694 0.598 0.4482

1945 1.002 0.195 0.1332 1988 1.757 0.622 0.4612

1949 1.133 0.220 0.1568 1989 1.814 0.643 0.4729

1950 1.155 0.224 0.1607 1990 1.871 0.665 0.4846

1951 1.170 0.227 0.1634 1991 1.953 0.731 0.4670

1952 1.205 0.253 0.1624 1992 1.996 0.751 0.4928

1953 1.227 0.258 0.1660 1993 2.068 0.779 0.5132

1954 1.263 0.275 0.1618 1994 2.134 0.825 0.5112

1995 2.308 0.894 0.5576 2005 4.407 1.771 1.1316

1996 2.440 0.945 0.5950 2006 4.491 1.861 1.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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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566 0.998 0.6265 2007 4.686 2.017 1.3271

1998 2.728 1.065 0.6670 2008 5.022 2.128 1.4498

1999 2.974 1.243 0.6529 2009 5.382 2.273 1.5553

2000 3.016 1.282 0.7314 2010 5.642 2.388 1.9602

2001 3.193 1.353 0.7734 2011 5.882 2.492 2.0366

2002 3.486 1.482 0.8320 2012 6.247 2.650 2.1531

2003 3.809 1.609 0.9115 2013 6.742 2.866 2.3114

2004 4.169 1.682 1.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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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Measurement

of Human Capital Stock in 1907-2013 of China

GuanHanhui FuLin LiYiwei

Abstract: Based on Barro's pioneering method and the average years of education developed by Godo,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human capital stock and its structure from 1907 to 2013.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e advantage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m start from the 1950s, this articl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ore conducive to iden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2) This paper provides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n gender,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3) Based on a more detailed combing of the original database, this study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1907 to 2013, China'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experienced a slow development, stagnation and then rapid growth process, education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has a catalytic role in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emphasis on basic education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China. The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exclusion of women has been reversed,
women get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However, modern education is not
the onl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China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trend and speed,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esent synchroniz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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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引入与慎重使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计量方法

李金铮

内容提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对计量史学方法的的引入、利用和出

现的一些问题，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学界对此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能够计量的尽量计量，

但计量研究不可流于数字游戏。就已有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成果来看，大多量化研究仍是比较初级

的。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关键字：社会经济史 计量方法 问题

从史学史的历程不难看出，历史研究的进步主要来自两大推动力，一是新资料的发现和挖掘；

二是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而后者经常起主导作用。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从传统史学到近代

资产阶级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至今天的多元化史学，每一次理论与方法的变革都推动了历

史研究的前进。但不管如何变化，不管添加了什么新的流派，有两个最基本的方法是所有学者或学

术领域都认同的，这就是定性与定量方法。

何谓计量方法？在我们的学术话语中，计量与定量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其范围从简单计算到

复杂的方程式均有”。
①
在学术研究中，计量或定量方法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独立存在的概念，而是

与定性方法相伴随的一对对应性的概念。定性方法，也即定性分析方法，是对研究对象“质”的

分析，是凭借分析者的直觉和经验，在描述基础上所进行的逻辑分析和判断，包括性质、特

点和发展规律等。譬如，有的说中国近代农民生活非常贫困，简直牛马不如，这就是定性分

析。而计量方法，也即计量分析方法，则是以一定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

对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包括比率分析、趋势分

析、结构分析等。
②
仍是中国近代农民生活，由数据可以计算收入支出、恩格尔系数、消费热

量和蛋白质等。以上两种方法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

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之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

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

任何领域的研究与研究方法，一定是具体研究在前，研究方法在后。在严格意义上的定量分析

方法形成之前，不同领域的学者很早就开始使用了。譬如，三百多年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

始人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就应用了数学方法。在 1920 年代，西方学者还创立了计量经济

学学科。在中国，利用统计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也很悠久，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主要出现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此时期，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开始重视用计量方法整理资

料和进行研究。梁启超在 1923年的《史地学报》上就发表了《历史统计学》的文章，提出“拿数目

字来整理史料，推论史绩”，“欲知史事真相……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全个社会的活

①
（英）S·肯德里克等着，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0页。
②
计量方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计量方法是在理论指导下，利用数学方法或统计学方法探索和揭示事物变化中

的定量关系的方法，其主要特征为定量分析。在经济史领域，即是结合经济理论、数学以及统计学定量地研究经济史

现象，对应的英文为Measurement Method;狭义的计量方法主要指以揭示经济变量间的结构关系为目的，在数学上主要

应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设立的经济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检验，也就是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应的英文为Econometrics。

（陈争平等：《梁方仲对经济史统计工作的贡献》，《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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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变化，要集积起来比较一番才能看见。”
①1929年，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指出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有概括的记述法、抽象法和统计法三种，其中统计法,“在一群现象中，发现

一定特征以如何次数实现及以如何程度实现之量的研究。”
②1932年，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中国近

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其发刊词指出：“研究经济史需要的资料特别是注意关于量的方面，……经济

事实是具体的，可以用量计的，如财富、生产、消费、户口、租税，都可以一定的单位与一定的数

目表出。所以经济史所运用的资料，必求精量的记载。”
③
在以上理念的指导下，有的学者将计量方

法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成果。不过，如果说历史学科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一个专

门的研究方法，则是“文革”结束以后也即新时期以来的事情。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史学愈益走

入正轨和繁荣，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层出不穷，计量史学方法作为重要的一支也不断受到学界

的瞩目。由于这一方法与社会经济史的联系最为密切，因而在中国经济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领

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④

本文即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为例，对计量史学方法的的引入、利用和出现的

一些问题，做一介绍和分析，以期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有所裨益。需要注意的是，从迄今取得的

成果来看，更多仍是初级意义上的定量分析，而非高层次的计量史学研究。

一、能够计量的尽量计量

正如许多新理论、新方法是从发达国家输入的，计量史学也是如此。其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美国，首倡者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家，包括著名学者福格尔、戴维斯、休斯等。这些学者在研

究经济史的过程中，常因历史数据不足，采用间接度量法，如以成本变动度量产量，以社会储蓄度

量国民生产总值，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数据缺乏的缺陷。不仅如此，他们还创造了“反事实”

研究法，如福格尔的《铁路和美国经济增长》，假定美国不建铁路，而用其他有效的运输方法，美国

经济将如何？结果出人意料，国民生产总值仅减少 3%而已，也就是说，铁路运输与美国经济的关系

不大。福格尔又与恩格曼合著《苦难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结果也与传统看法相反，南北战

争前，南方奴隶制的农业效益高于北方个体农业，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北方。
⑤
先不说上述结论是否正

确，这种不同寻常的计量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震动了国际经济学、经济史学界。又如法国史

学界，年鉴学派第三代的领袖勒华拉杜里在 1979年甚至宣称：“不可计量的历史学不能自称为科学”。
⑥
有的倡导者还说，计量史学将横扫在它之前的一切历史。

⑦

①
梁启超：《历史统计学》，《史地学报》第 2卷第 2期，1923年 1月，第 7页。

②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岳麓书社 2010年版，第 4-5页。

③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 1卷第 1期，1932年 11月，发刊词，第 2页。

④
计量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如金观涛、刘青峰的专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

成》（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就是以计量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观念史的代表作。他们为了寻找支配历史事件背

后的观念（社会行动是在观念支配下发生的），建立了 1.2亿字的文献数据库，以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十大观念以及所

涉及的 100个政治术语，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譬如，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观念是什么？传统观点当然是“革命”，但

果真如此，应该可以从统计上发现当时的文献中，鼓吹革命观念、使用革命一词的次数大大增加。但查询数据库

1890-1911年“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发现，1911年恰恰是“革命”一词使用的低谷。其实，这一现象与 1910-1911年正

好是革命党活动的低潮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将辛亥革命的发生归为革命思潮的支配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支配其发

生和发展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别的观念。“辛亥革命”一词，是 1912年梁启超最先提出的，其准确意义是指推武昌

首义翻数千年帝制，建立共和。而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是绅士的护路运动，并利用省议会表达政治诉求，进而要求独

立，清廷镇压四川可能发生的民变，武昌空虚，革命军才能发动起义。首义发生后，主要不是通过战争，而是各省宣

告独立而导致倾听垮台。也就是说，事件的前因后果都是绅士政治力量起着主导作用。如此，就应该找出支配当时绅

士的观念，才能为支配辛亥革命发生的观念定位。而当时支配立宪派绅士观念的是共和主义，这是支配辛亥革命发生

的社会主流观念。（该书第 457-458页）
⑤
参见孙涛：《历史计量学：经济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文史哲》2005年第 5期，第 158-162页。

⑥
转引自（美）柯林·威尔斯着，朱桂林译：《历史也会说谎》，重庆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02页。

⑦
（英）S·肯德里克等着，王辛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1页。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 4期

41

当 1970年代末国门重开，西方学术流派包括计量史学方法传入中国，这些流派和方法对封闭

几十年的中国大陆学者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面对蜂拥而入的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中国学者的反

应各异，有的仍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视之为洪水猛兽，采取简单的拒斥态度。不过，也有一些

思想开明的学者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不能以阶级、民族和国界相区别，而应欢迎之，鼓

励之。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

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是最为突出的代表。陈争平教授回忆，1983年他

在社科院经济所读研究生时，上吴老的中国经济史课程《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吴老多次强调要

尽可能用计量方法，计量研究是要下苦功的工作，统计是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他在课上曾发给

大家一页关于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统计表，说这一页统计表是上海十多位学者花了 10来年时间才做

成的。
①
八九十年代，他连续撰写了多篇经济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论文，介绍西方史学、经济学、经

济史等学派的主张，包括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地区经济和周期论、社会学以及系统论等，提

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史无定法”的概念。所谓“史无定法”，就是将一切经济学理论都视为方法

论，根据不同对象和史料条件，采用不同的方法。方法论有新老学派之别，但并无高下之分，“可以

选用某种理论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
②
在这些研究方法之中，他特别强调计

量方法的重要性，认为“‘举例子’的方法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在经济史研究中，“凡

是能够计量的，尽可能作些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只有结合定量分析才能具体化，

并改正概念的偏差。他举了一个例子，过去常以为近代中国商业资本“畸形”发展，是洋货入侵的

结果。但据估算，1936年全国商业资本所媒介的交易额中，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工矿品，进口

商品只占 9%，而且在洋货大量进口前已有很大的商业资本了，故不得谓之畸形。
③
也就是说，经过

计量分析，不正确的传统看法被修正了。

另一著名经济史学者刘佛丁，对国外先进的理论方法也非常重视。他认为，在熟练掌握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和历史唯物论原则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

法，用于研究我国的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惯用和尚不熟悉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应侧重于

提倡、引进和运用后者。譬如发展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学、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等等。一种新的方法往往是应解决某一层次或某一范畴问题的需要而生，我们不去掌握它，将使我

国历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领域继续空白下去。在这些新的方法中，他对计量经济学方法更是情有独钟，

并对传统史学方法提出批评。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量和质是对立的统一，不同质的事物

具有不同的量的界限。一定的质必须以一定的量作为必要的条件，量变达到一定的限度，事物的质

就会改变。量和质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但传统史学在方法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完全依靠文

献资料中对个别事物的记述或零星的数字，以举例说明的方式加以概括，做出以偏概全或模糊不清

的定性判断，在如何由个别到一般，由分散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的方法论上限于困境。其结果往

往是在没有弄清某一历史的实际状况到底如何，或在做出一种错误判断的情况下，却把精力放在解

释其原因方面。即使在结论正确时，这种原因的分析也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无法深入其本质，

更不可能准确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的程度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于经济史的研究，如果不能用

明确的数字序列来加以表示和衡量，而只用一些、较多、很多、几乎等不确切的概念来描述，那只

能说明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肤浅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许多国家计量经济史学者所取

得的成绩说明：同样的材料，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采用计量的方法加以分析后，就会比以前对

历史问题的认识向前迈进一大步。
④
在以上认识基础上，刘佛丁提出：运用计量经济史学的方法进行

研究，应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奋斗的目标，必须改变那种面对数据不足，在一些重大课题面前望

而却步的状况，要在理论的指导下，按照不同的课题，发掘整理必要的数据，或对已有的数据加以

①
陈争平：《吴老教授追忆》，《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 2期。

②
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 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 1期。
③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42页。

④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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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和推算，在具备了基本构件以后，建立起各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型，进而分析各种因素

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①

以上吴承明、刘佛丁的意见，既是经验之谈，更是肺腑之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

值得年轻一代学者思考和学习。事实表明，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他们使用计量方法所取得的

成果确是独树一帜，引人瞩目。

吴承明是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开拓者。撇开学术流派，如果仅从方法的使用而言，

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对旧中国工业资本、外国在华投资进行数量估计和分析了。他对中国

工业资本的研究，是在以往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采用了资产估值法、价值还原法和利润还原法，做

了重新估计。对外国在华投资的研究，也是在以往各种调查和估计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加以修正和

补充。
②
改革开放以来，吴先生在他以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从现代化角度对中国近代经济现代

化水平进行宏观估计。由于中国缺乏普查资料或能统筹全局的指标，他采用的方法是从微观调查、

行业、区域和单项统计中推算出来的，由已知推算未知，而不少相关关系是出于假设。
③
吴氏还对近

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做了数量估计，因旧中国没有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统计，也没有市场交易额或

商品流通额的统计，因而在考察近代中国市场时，特别注意市场上商品量的估计，意在以这种估计

代表市场上的有效需求。
④

刘佛丁及其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弟子，也采用了计量分析方法，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

成果，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近代经济的中长期波动、价格结构、消费供求、货币需求等。
⑤
正是由于

这些成就，使南开成为计量经济史学的重镇。以中国近代经济的中长期波动为例，著者指出：关于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各种问题，如果不置于周期性的波动中加以研究和分析，无疑都是缺乏科学性

的，更无法深入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因为从经济学的常识和统计学的原则出发，要讨论某一时期

经济增长的速度，或比较几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不能从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数字序列（如工农

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各种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产值等）上任意选点，而必须以经济运行的周期性

波动为依据。根据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的实际状况，他们用价格指标和进出口贸易指标来度量中长周

期波动，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较为复杂的计算过程：用对数直线趋势计算法和普通直线回归法计算

数列的长期趋势，用剩余法计算周期波动，用标准差计算单位的周期偏差。
⑥
在刘佛丁先生的博士弟

子中，刘巍是较为突出的一位，他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和 GDP的估算取得了显著成绩。迄今，近代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会计核算方法和计量推断方法，刘巍首次使用了后一

种方法。他以 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为例，建立了 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并进

行了实证检验，用 Beta 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

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
⑦
有意思的是，刘巍教授的本科和硕士经历竟然是历史学！在考入南开经济研

究所之前仅知道简单的加减乘除。而今，他于 2009年在他的工作单位广东外语经贸大学创办了大陆

第一家计量经济史学刊物（内部）《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迄今已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中国近

代经济史研究成果。他和陈昭博士还着有《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操作简明教程》
⑧
，供经济学和

①
刘佛丁：《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 1期；刘佛丁：《中

国近代经济发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7-10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年版，第 7页。

③
吴承明：《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估计》，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年版，

第 106页。
④
吴承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商品量的估计》，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 289页。

⑤
主要有刘佛丁等：《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

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张东刚：

《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王玉茹：《近

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⑥
刘佛丁等：《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第 103-142页。

⑦
刘巍等：《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 3期。

⑧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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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者学习和使用。刘教授送给我这本书，为了激励像我这种惧怕高层次计量方法的学者，他

在书的扉页中写道：“阅读本书，必须有两个扎实的基础：第一，认识 26个英文字母（会单词更佳）；

第二，准确地分清鼠标之左右键。”

除了以上学者，其他如陈争平、杜恂诚等也对中国近代经济作了不少计量研究，不再赘述。

以上成果，不仅填补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具有重要的范式

意义。

二、计量研究不可流于数字游戏

在肯定以上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指出，计量经济史非常之难。由于历史数据的极大缺陷，有的

根本是无法用此方法进行研究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乃至谬之千里。20世纪 20年代末 30
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南开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时就发现了一个“如芒刺在背，令人不安”

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数据是很冒险的，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它。……统计表格要起作用，一

方面要有具有高度统计概念的公众，另一方面还要有统计人员普遍具有能力。在中国，起码可以说，

我们在以上两个方面都极不相称。”“在打算使用这类统计数字之前，我先要了解这些统计数字是如

何编纂的，由谁编纂的，他们编纂的目的是什么。”
①

著名中国近代经济史学者彭泽益、章有义等专门就此谈了他们的意见。

与前述吴承明、刘佛丁一样，彭泽益也认为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他指出，经

济史研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

因而不能忽视数量关系和数量分析。从现有的资料出发，只要有根有据，不是出于臆断，凡是能够

计量的，就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定量，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过，

他又强调，旧中国没有留下多少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基本情势的系统资料，在整理和利用有关资料过

程时就会碰到许多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为了论证某种观点的需要，便随意征引，而不考究材料的

涵义、来源和准确程度，任意估算，创造数字材料，故弄玄虚，这种研究作风是不足取的，更是不

能鼓励和提倡的。所有的估计，必须从历史记载中找出可靠的基本数据，不能拿“合理的假设作为

出发点”。如果既没有相关的数据，也没有其他任何根据，试问这“合理的假设”又从何谈起？
②

彭先生以近代中国国民所得为例进行论证。他认为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主要取决于

三个因素：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生产资料消耗的情况。这就需要

取得反映这一概念的综合经济指标有关项目的数据。可是经济历史资料中没有正式纪录可查，这就

使准确地（或近似地）估计中国历史上国民所得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

巫宝三曾对 1933年的国民所得做过估计，因为那一年的经济资料较多，稍具估算的资料基础。这恰

恰说明，估计 1930年代中国国民所得尚且如此困难，在历史资料不允许从事这一研究的条件下，要

估算几百年前各个朝代的国民所得，岂不更难，又何足令人置信？彭先生又以近代农业生产的商品

率为例，做了同样的思考。他认为如果产量和自用部分都不知道，那么投入市场作为商品流通的粮

食有多少更说不清楚。虽从贸易统计或者从个别米市的粮食流通中，可以找出一些数字来，但仍然

很难据此作出全面的估计。现在所谓全国粮食商品率的估计，只是一种设想的情况。总之，研究者

①
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年版，第 81—82页。譬如，何廉把两次使用中国统计数据视为“非

常倒霉的经历”。一个是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他发现统计表中大多数县的可耕地数目比该县总面积的数字还大，

有些已耕地的数目比可耕地的数目还打。第二个是上海贸易局关于中国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与数量的数据，他发现出口

商品的价格低估了 25%，这还是被认为最好的统计数据。20世纪 50年代中期，何廉在美国缅因州参加了一次关于中

国经济研究的会议，会议是由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每个人都对用来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史的数据材料感兴趣，

但何廉以他的研究经历，描述了一幅相当令人悲观的画面时，“西蒙·库兹涅茨和费正清就问，如果情况如此糟糕，我

们该怎么办呢？我回答说我并没有让大家干脆罢手的意思，我只是提醒统计学家在使用中国的统计材料时要极其谨慎

小心。”（见《何廉回忆录》，第 82—83页）
②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 3期，第 24-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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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字游戏，那不仅不会有多少科学价值，

而且无补于揭示历史的实际。”
①

章有义先生对经济史学界兴起的计量研究的热潮，也是欢迎的。不过，他对有些计量研究成果

提出了严厉批评。如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的收入》，是一本被学界视为经典的著作。但章先生认为，

张仲礼对 188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做的估计，几乎每一项数字都有可非议之处。仅就农业而言，

就有 5个方面的误解：第一，张氏认为光绪时期耕地数字为 912万亩，缺乏根据。这个数字是税亩，

不是实亩，所以大大低于实际，而且难免有漏报。立足于这个偏低的耕地面积，势必导致农业生产

总值的估计偏低。第二，根据卜凯在 1929-1933年调查的各种作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比估算各种作物

面积，而假定“清末至 20世纪 30年代初变动不大”。这毕竟是一种假设，有什么根据断定这 50 年

间作物结构变动不大呢？第三，每亩产量以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在 1888年调查的各地稻米亩产数

字为依据，并参照清末日本人的调查选定，而这些零星的调查，反映各地差别很大，甚至同一地区

不同地块也相差好几倍。要从这些零星而又悬殊的数字中，确定一个代表值，当然难以避免出偏差。

至于其他粮食作物，一律按稻作的 30%估算，就更加武断了。第四，农产价格是就海关报告中公布

的各埠价格降低 10%，作为农民所得价格。对于一个对近代中国城乡价格差有一定了解的人来说，

这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很难设想，乡村和通商口岸的价格差不过 10%。第五，蔬菜、桑麻、渔产、

林产和畜产产值，以及农产总值中应减诸项目，统按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相应的百

分比估算，简直是无可奈何地凑数了。总之，上述几点给人一种印象，即张先生提供的农产数字大

都出于猜测和臆断，算不上什么有根据的估计。
②

除此以外，章先生对农史学者所依据的北洋政府农商统计、国民政府和金陵大学的调查统计，

做了全面评价。认为这些统计，“在可靠程度上，彼此相差悬殊，甚至同一套统计中，这一项目和那

一项目也未必同样确实。因此，切忌不加区别地混同使用。如果把实际不可比的材料。硬凑在一起，

拼成一个时间序列，从而得出什么新鲜结论，那只能是自欺欺人。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

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

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订与校正，变无用为有用。计量分析对历史有其经济史的研究，固然重要，

但必须有比较切实的数量可据。否则，表面上给人以具体的、确切的印象，而实际上反而使读者为

数量外衣所迷惑，易于接受不正确的结论。在这里，计量研究的功能也要一分为二啊！”
③

我以为，彭、章二位先生所提出的总体看法是善意的、中肯的。当然，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结论

是否完全确当，尚须进一步研究和验证。

其他学者也提出过与类似彭、章的告诫。如熊性美指出，采用计量方法要慎重行事，看是不是

有足够的数据，其结果是否能作出质的决定性。
④
唐传泗对有关近代经济史数字资料的搜集、考察、

审定和加工整理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字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此工作

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打好数字资料的基础工作。
⑤

经济史家陈振汉则从另一角度谈计量方法对历史研究的有限性。他认为，经济史研究中的数量

分析须看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目的而研究，有什么样的资料。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史，

而是社会经济史，甚至是全部中国历史。目的是用历史事实，特别是政教文物制度、宗教信仰、伦

理道德、社会风俗和日常生活习惯等方面变化的史实来看是否对生产技术和国民经济发展有什么影

响。在这些历史因素中，有的显然无法彼此区别，因而对之也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数量分析；有的在

很长时期里停滞不变，它们的社会经济影响但凭经验观察就了然无遗，无需什么数量分析。至于比

①
彭泽益：《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 3期，第 44-45页。

②
章有义：《关于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农业出版社 1997年

版，第 50-51页。
③
章有义：《关于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第 58页。

④
兰日旭：《“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151页。

⑤
唐传泗：《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问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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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单纯的经济史研究，数量分析的需要和可能就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资料。在以上认识基础上，他更

提出：经济事件只能在某种社会环境中发生，所以我们这种数量分析不能背离时代历史来进行。我

们的社会经济史还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为主来研究。
①
这一看法，对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者有着非

常重要的提震作用。

即便是擅长计量经济史研究的吴承明先生，也承认并强调计量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

有限的。譬如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需要较全面的历史统计资料，但仍然不能含纳制度、政策变

迁和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这正是当前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但计量经济学方法是

无能为力的。他主张，计量研究的功能是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定性分

析是从众多的社会经济史实和前任研究成果中得来的，考察面甚广，要形成假说，还需要一定的理

论指导和抽象推理。已有的定性分析常有不确切、不肯定或以偏概全的毛病，用计量学方法可给予

肯定、修正或否定。所以，使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要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
②
著名学者高翔近期进

一步强调：“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追求量化，但也要看到，量化并不等于科学化，对不能量化

的东西强行量化，就走到了科学的对立面。”
③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70年代初，美国经济史学会主席希德（Ralph W. Hidy）在就职演说中

就表达过相同的见解：“没有以往史学家做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
④
美籍华裔社会经

济史家黄宗智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中也指出，计量研究不是从给定的形式理论出发，搜集数据来证实

假设，而是“能够让我们更精确地说明自己从质性经验证据得出的概括／抽象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

普遍性。”
⑤

三、再举社会经济史计量方法误用之例

我多年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努力使用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目的就是使经济

史研究的结论更为精确。但由于数学知识、统计方法和社会经济理论欠缺，所谓量化分析的成果其

实是非常初步的。不夸张地说，对于历史学出身的社会经济学者，这种现象恐怕不是个例。这里我

想强调的是，即便如此浅初步的计量研究，问题也是不少的。

兹以近年关于中国近代农家生活水平的争论为例，作一揭示。
⑥

参与争论的主要是郑起东、刘克祥和夏明方三位先生。郑氏主张农民生活改善说，而后两位的

意见几乎相反。暂且不论两派的观点是否正确，我只是想说明他们对一些数值的估算存在问题。需

要说明的是，几位先生都是我很尊敬的学者，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只是因为对这一问题比较熟悉，才举了这个例子，意在表明，即便这样几位成就显著的学者，也

不能避免数字分析的问题，于是它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

先说郑起东，举三例：

第一例是华北农家收入。郑氏认为近代华北农家收入是增长的。他的根据之一是，1922年直隶

省农户平均收入 145.4元，1933 年冀鲁豫三省自耕农的最低收入 285 元、半自耕农的最低收入 265

①
譬如可将人口、家庭、宗族、制度、社会群体、阶级结构、宗教、文化等因素纳入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参见陈振汉：

《西方经济史学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 1期。早在 1934年，社会经济史家陶希圣也曾

指出:“须要注意有的现象固然可以用数字表现，同时更有许多重要的事实不能用数字来表现，那就是社会现象间的具

体关系。单看数字我们没法了解这种具体的关系，而且不了解着中国具体的关系，单看统计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如

果了解了这种具体的关系，但是不了解统计表的本身，更要紧是了解了统计表所指示的意义了。因此,单靠统计的数

字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明白数字与数字中间的关系和连锁，才能求得社会现象的真相。”（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经济

史研究的方法》，《晨报·社会研究周刊》,1934年 11月 14日）
②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48页。

③
何民捷：《站在历史和时代制高点上做学问——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高翔》，《人民日报》2013年 7月 25日第 7

版。
④ Ralph W. Hidy，The Road We are Traveling，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Vol. 32, No. 1, March 1972.
⑤
黄宗智、高原：《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开放时代》2015年第 2期。

⑥
笔者在《收入增长与结构性贫困：近代冀中定县农家生活的量化分析》一文（《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4期）有详

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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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佃农的最低收入 243元，由此可见农家收入肯定是增长的。
①
但核对原始资料可以发现，前者所

谓直隶省农户的调查仅包括遵化、唐县、邯郸和冀州几个县，而后者包括冀鲁豫三个省份，几个省

份究竟调查了哪些县份也不清楚。既然前后两个调查的区域范围不同，统计指标是否一致也无从知

道，所以是没有真正的可比性可言的。而且，1933年与 1922年相距 10年，农业生产条件没有发生

太大变化，但最低收入相差几乎 1 倍，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很难令人信服。其根据之二，1931
年河北省的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的产值为 132899.2 元，当年农业人口为 422 万户，平均每

户为 314.93 元。郑氏认为这就是农户的平均收入。与 1922 年户均收入 145.43 元相比，增加了 1.17

倍。
②
但很明显，1931 年是户均产值，后者为户均收入，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农业产值须减去生

产成本才能算收入，而郑氏恰恰把农业产值与农业收入等同了，由此所得的结果当然不可能说服力。

第二个例子华北农业产量。郑氏认为，1888年山东莱州、直隶武清中等田的每亩谷物产量分别

为 400斤、150斤，两个数字可以代表山东和直隶两省的一般情况。先不论两县的产量是否能够代表

一般，只说这个产量是否真实？从自然环境来看，莱州、武清并非截然有别的区域，亩产竟相差 1.7
倍之多，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同样令人不可思议。另外，同一资料记载，莱州供 1人生活所

需地亩数为 5 亩，武清为 10亩。结合两地的亩产量，每年人均消费粮食分别为 2000斤、1500斤。

事实上，一年吃掉如此多的粮食，完全不合常理！到 1907年，郑氏又根据山东烟台附近亩产量为 137.7
斤，认为这个产量远逊于莱州，而接近武清。

③
问题是，烟台距离莱州不远，产量为什么竟比武清亩

产量 150斤还低，如何解释？

第三例是华北农家的生活水平。郑氏使用最通行的恩格尔系数方法，即以食品费用在总支出中

的比例衡量居民生活水平。根据恩格尔定律，国民生活水平划分为 5个档次：恩格尔系数为 59%以

上者属绝对贫困型消费，50%—59%属勉强度日型（温饱型）消费，40%—50%为小康型消费，30%
—40%为富裕型消费，30%以下属最富裕型消费。

④
依此标准衡量，李景汉 1928年对定县 34家的生

活费调查，食品费用百分比为 69.23%，为绝对贫困型；到 1931年，同样是李景汉主持的调查，定县

的 123家的食品费用百分比降为 59.97% ，为勉强温饱型。郑氏由此得出结论，华北农民开始了从绝

对贫困型至勉强度日型（温饱型）的转变，“有优化的趋势”。
⑤

其实，如果严格按照上述的恩格尔

系数层次，34家和 123家无疑都属于绝对贫困型，只是 123家的 59.97%在绝对贫困类型中略低而已。

尽管如此，单从这两种消费调查的恩格尔系数，确是可以得出这个“优化”的结论的。但如果不是

仅仅比较 34家和 123家的统计，而是拉长时段进行比较，得到的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譬如有一份

1936年定县 20 家消费的统计资料，20家的食品消费百分比为 78.34%，
⑥
比 34 家、123 家分别高出

9.11、18.37个百分点。如果按照郑氏的逻辑，几年之间，农民生活则又由温饱型向贫困型转变了。

果真如此，其所谓中国近代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不是即刻就被推翻了吗？但事实上，在这三种

调查中，以 20家的户均收入为最高，有 547.4元，而 34家户均收入为 281.1元、123家为 440.8元。

按收入水平看，20家的生活水平应该是最高的，但其恩格尔系数却是最高的，按恩格尔系数衡量又

变成生活水平最低的了。可见，恩格尔系数与家庭收入之间出现了悖论，应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夏明方对郑起东的生活改善说提出批评，从结论看是有道理的。但他的计算有误，比如他不同

意他的恩格尔系数下降的结论，但他的解释过程并无说服力。根据李景汉对定县 34家、123家生活

费以及当时的物价调查，他重新整理了农户的平均消费量、消费值和平均单价，进而认为，如果引

入价格因素，有许多问题是一般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这就是，“相比 1928年度，1931年度定县

①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 1期，第 63-64页。

②
郑启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114页。
③
郑启东：《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57-58页。
④
张东刚：《消费需求的变动与近代中日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96页。郑起东将恩格尔系数理解

为饮食费用占家庭收入的比重（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 1期，

第 64页），有误。不过，他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判断仍是按照正确的恩格尔系数概念，即饮食费用占全部生活费用的

比例。
⑤
郑起东：《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 1期，第 64、66页。

⑥
据杜修昌：《农家经济分析：1936年我国四个地区 177农家记帐研究报告》，第 52-53页资料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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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的食品消费量要多出 15.94%，但其每单位平均价格则高出 30.63%，这显然与当时食品类价格总

体下跌的趋势不符。尤其是米面类，1931年的单位平均价格是 1928年的 187.38%，而平均消费量又

只相当于 1928年的 61%，高得出奇，少得也出奇。”
①
果真如此，的确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恰恰

是夏氏的计算过程出了误解。之所以出现他所疑惑或经济学原理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不是出在李

景汉的调查，而是他对资料的重新整理。最大的问题是将所有类别的食品数量总合，然后计算平均

单价，这种计算显然有误，也没有意义。
②
譬如，将原本数量和质量均不一致的红薯、蔬菜和其他粮

食加在一起，由于红薯、蔬菜数量较大，必然降低了其他粮食的实际单位价格。这里只以消费量最

大的米面为例做一纠正。夏明方整理出 1928年平均每户消费 4074.72斤，实际上里面有红薯 2007.53
斤，如果将红薯折合为与其他粮食作物基本一致的原粮，则为 501.88斤，与其他粮食（包括红薯干）

合计降至 2067.19斤。按此计算米面单价，则平均每斤 0.0625元。而 1931年，平均每户米面消费 2483.52
斤，平均每斤 0.0594 元。这样一来，1931年的米面消费量比 1928年就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单价

也不是比 1928 年增加，而是降低了 5%。由此，价格与消费量就是基本一致，与经济学原理也没有

什么冲突了。事实上，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虽一定程度地受到食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但主要仍在于家

庭收入的提高。

刘克祥也不同意郑起东的结论。不过，其争论过程也存在着计量上的问题。仅举一例，他也以

定县 1928年 34家和 1931年 123家调查为例，认为农家收入没有什么变化。其主要根据是：1928年
34户与 1931年 123户两个调查，土地占有和经营规模相近的农户，收入也大体相近。如 1928年调

查的耕作面积 10-14 亩的 5 户，年收入为 100-149元，与 1931年调查的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别为

12.8亩和 10.5亩的 18户收入平均数（158.4元）十分接近；1928年经营面积为 20-24 亩的 2户，收

入为 200-249 元，与 1931年土地占有和经营面积分别为 19.1亩和 24.6亩的 56 户平均收入（298.24
元）相差不远；1928年经营面积为 35-39亩的 5户收入为 350-399元，与 1931年土地占有和经营面

积分别为 37.9亩和 38.4亩的 21户平均收入（479.51）相当接近。考虑到年成、物价等因素，这 3年
中农户收入的实际变化不大。

③
我以为，这种对应关系应当存在误差。与其如此，还不如以平均每亩

耕作面积计算家庭收入来得精确。如果按此计算，两次调查的平均每亩收入分别为 9.0元、14.0元。
④
也就是说，仅从这两个年度的统计而言，农民收入的增加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所举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之例。其实，恐怕所有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都有类似现象，也

许古代史学者更为严重，因为那时的数据资料更少，更不准确，以此进行研究更须慎重。

上述之例，严格说来皆属初步的量化分析，而不是较为高深的计量推断方法。即便如此，也不

难显见计量方法的困难和失误。看来，仅有表面的数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具备起码的统计

知识，考证资料的真伪，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历史研究包括计量研究中，结论正确的前提必须是前

提正确，正如在磨盘中，你放进小麦可以磨出面粉，你放进草籽就绝不会磨出同样的东西。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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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d Introduction and Careful Use: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iJinzhe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he introduction, utilization and emerging problems of the methods of

metrological historiography are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systematicall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asic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is able to measure as much as possible, but the measurement study can

not flow in the number of games. It has been the outcome of modern Chinese socio-economic history, most

of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still relatively elementary. Even so,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history Measurement method Problem


